壹、前言
    白領犯罪，是近年來的顯學，至少對檢察官來講是如此。規模及威力宛如超新星爆炸般的白領犯罪(包括金融及貪瀆犯罪)接二連三地發生，在風大雨急的辦案氛圍中，光靠司法人員像水手努力划船，已難到達正義的彼岸，司法制度這條船本身，似乎也有必要作一些修正。比如說，為抑制金融犯罪之發生，除了事後從嚴加以追究之外，如能透過企業內控機制著手，相信有一定的防弊效果，雖然這部分傳統上屬於金融監理機關的行政職權，但美國的經驗告訴我們，司法部門在建立企業內控機制此一面向，仍然可以扮演要角(請參見本文貳、「公司內控機制—美國法下的法令遵循計畫」)。而因為白領犯罪犯罪者往往具有特殊的政治或經濟地位，不僅更懂得利用媒體審判的方式來影響判決結果，也更有能力去挑戰我國刑事訴訟制度的合理性(諸如:實務上常見的「關係人」其權利義務如何，以及審前羈押制度等)，本報告也就此問題作了一些討論(請參見本文參、「證人在美國聯邦大陪審團程序中之程序地位－以具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為中心」；肆、「當言論自由衝擊公平審判－美國法對於訴訟參與人法庭外陳述之限制」；陸、「美國審前羈押制度概述」；柒、「重罪羈押規定之合憲性—以美國聯邦法為中心」、捌、「審判中檢察官可否聲請羈押以及對於法官的羈押或釋放裁定可否提起救濟—以美國聯邦法為中心」)。而我國貪污案件之定罪率一向為人所詬病，可能原因固然很多，但我國對於貪腐行為所適用的條文是否過於嚴苛，也是可能成因，在本文「美國聯邦郵電詐欺罪及共謀罪在貪瀆案件之適用—從伊利諾州州長賣官案談起」一文中(請參見本文伍)，可以看到美國對於貪腐行為處罰依據的演變。此外，基於改良我國學習司法官訓練制度的想法，「美國法庭實習活動概述」(請參見本文玖)一文試圖作一些訓練上的建議。最後，因康乃爾大學法學院校方的邀請，筆者今年初，在克拉克東亞法律及文化中心(Clarke Program in East Asian Law and Culture)所舉辦的學術研討會上，就台灣檢察官的角色變化，發表一篇公開演講，茲一併收錄在本文內(請參照本文拾、「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SECUTOR’S ROLE IN TAIWAN」)。
    另外，必須要說明的是，除了上開研究報告外，有一部分的研究成果，因為種種的原因，並未收錄於此報告內。其中，「內線交易－介紹與比較(英文)」一文，因先前已經以之作為正式的期中研究報告，自不再重複收錄。而「美國聯邦貪污罪名之定罪率」一文，因包括許多的EXCEL圖表，不便以書面發表。而與郭銘禮檢察官合譯的「妨礙司法公正罪章之中英翻譯對照」，雖然有相當參考價值，但因字數實在過多，如全部加以收錄，這篇期末報告的總字數將會超過10萬字，限於篇幅，只好忍痛予以割愛，附此敘明。

貳、公司內控機制—美國法下的法令遵循計畫
一、研究動機
    近年來，臺灣地區發生了一連串重大經濟犯罪，如：太電淘空案、訊碟科技內線交易案、中興銀淘空案、國華人壽淘空案、博達淘空案、力霸集團淘空案等等。這些經濟犯罪案件，不僅金額龐大
，而且牽涉眾多股東、員工、投資者及債權人，影響範圍甚廣。尤有甚者，此類犯罪間接破壞金融制度，降低投資信心，無形中阻礙經濟發展，也連帶影響了臺灣的國際競爭力
，其對社會造成之影響較諸公務員貪瀆更鉅。細思此類犯罪之成因，其中之一即係因國內大企業多半為家族所掌控，淪於人治，所謂的「內控」徒具形式，本即易生弊端。因此，如何加強企業內控，乃整治經濟犯罪之重要課題之一。
    而為解決此問題，引進美國法上的「法令遵循計畫」(compliance program)，乃我國學者及主管機關之共同主張。所謂的「法令遵循計畫」，係公司經營者自行建立，為預防及偵測違法行為，以及確保公司活動合乎法令之制度
。此制度在聯邦量刑準則及美國司法部的起訴政策之催化下，幾已成為美國公司之必備品。反觀我國，主管機關雖然早已參酌法令遵循計畫之制度精神，在許多法規命令中設有類似美國法令遵循計畫之規定
，然相關司法部門對此議題之著墨較少，此與美國法之發展大異其趣。
    因為我國司法從業人員對此制度較為陌生，特為此文，除簡述法令遵循計畫之歷史發展外(下述二部分)，並就美國法下的法人責任作一介紹，以幫助吾人了解相關制度背景(下述三部分)。而在美國法下，為鼓勵公司設置有效的法令遵循計畫，不僅在起訴階段提供可能免於起訴的保護，在量刑階段亦有相當大的減輕作用，在此「棍子與胡蘿蔔」兼用的策略底下，法令遵循方案方能風行美國。同時，因為我國缺乏對於公司等組織之量刑準則之介紹文獻，而此部分之量刑準則規定，對於我國量刑之精緻化具有相當之參考價值，故亦予一併介紹(下述四、五部分)。最後，再就我國司法部門引入相關作法之必要性及可行性作一討論(下述六部分)，期能對經濟犯罪之防制，能有所助益。
二、法令遵循計畫的歷史發展
    美國法上法令遵循計畫之普及，始於二次世界大戰後，1972年發生的水門事件，更促成此類計畫之盛。原因在於，水門事件意外扯出美國企業不當政治捐獻情事，且其違法捐獻不僅止於美國國內，亦對於外國公務員、國會議員進行賄賂之舉，惟此等不當捐獻或賄賂之資金流向，並未記載於企業財務報表中，顯示有不當作假充斥其間。對此行為，在美國證券主管機關以限期自首不予究責的呼籲下，高達400家以上企業出面自首承認，曾有為掩飾不當政治捐獻等目的，而從事不實財報之編制。震驚於其影響範圍之龐然，美國政府除於1977年制定「外國腐敗行為防止法」(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禁止美國企業對外國公務員等行賄、違者予以嚴懲外，並著手進行企業內控機制改革，要求公開發行公司建構嚴謹的會計體制。同時，為防止違法行為之復發，證券主管機關鼓勵企業採取下列二項措施: (一)引進獨立董事，將經營上遇有利害衝突之意思決定，交由該等獨立董事為之；(二)建制或擴充法令遵循計畫，防範違法行為發生於未然。受到主管機關之獎勵，企業紛紛就其經營過程中經常可能觸犯之法律，建制、實施法令遵循計畫。最常見之法令遵循計畫的實施對象，除前述外國腐敗行為防止法外，尚包括證券交易法、反托拉斯法(公平交易法)、政府採購法、環保法規等，近年來智慧財產法相關法令遵守計畫，亦頗為常見。

    在1991年，美國聯邦量刑委員會公布針對公司等團體的量刑基準，因為該基準對於已建置有效的法令遵循計畫之公司，採取非常寬容的立場(詳下述)，無異提供美國公司強烈的誘因，因此，在90年代，掀起一波設立法令遵循計畫之熱潮。之後，美國司法部亦採取類似的政策，使那些已經設置法令遵循計畫的公司有機會免遭起訴，此政策亦發生推波助瀾的效果。但之後，熱潮逐漸退去，公司亦怠於更新其法令遵循計畫之內容，許多公司的法令遵循計畫逐漸淪於紙上作業，連公司員工也認為法令遵循計畫只是空談。然而，在本世紀初發生的安隆案(Enron)及其後一連串的公司破產、假帳醜聞，造成股市重挫，美國各大公司為向社會大眾證明其清白，遂又重燃對於法令遵循計畫的狂熱。而2002年通過的沙氏法(Sarbanes-Oxley Act)，以及美國證管會(SEC)所制定之相關規則，亦促使法令遵循計畫的重獲注意。

三、美國法上之法人責任
 美國與台灣對於法人的刑事責任，基本立場並不相同。台灣之實務見解認為:法人除有處罰之特別規定外，尚難認有犯罪能力，即不得為刑事被告
。而美國實務見解，則將普通法上關於侵權行為的「雇主負責原則」(respondeat superior)
適用於刑事領域，如公司員工或代理人在職務範圍或授權範圍內，為公司利益(即便僅有部分動機係為公司利益)而為之不法行為，即便係違背公司政策或公司的明確指令，公司仍須負「代替責任」(vicarious liability)
。因此，在美國，針對法人處以刑事責任之場合遠較台灣為多。
    值得注意的是，公司代替責任之各種法理基礎中，其中之一即為以代替責任促使公司採取事先防止犯罪之有效措施
。以此推論，如公司已採取有效之事先防範措施，似應阻卻代替責任之成立，較為合理。但美國聯邦第9巡迴上訴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HILTON HOTELS CORP.
一案中，認為即便員工之行為違反公司政策及明確之指示，仍無解於其替代責任之成立。因此，公司是否採取有效防止犯罪措施，對於代替責任之成立並無影響。繼之而起的實務發展方向，則為檢察官起訴裁量時及法院量刑時之優惠。
四、對檢方行為之影響
　　在1999年，因律師團體大聲疾呼應強化對公司起訴決定的一致性及透明性，司法部為回應此一要求，專就對於公司提起公訴時應考量之事項制定了備忘錄，並於2003年、2006年先後兩次修正內容
。該備忘錄中，特別就公司的法令遵循計畫對於檢方行為的影響為規定，茲就該備忘錄之內容略述如下:
　　當公司成為調查對象時，檢察官在處理調查程序、決定是否起訴以及進行認罪協商時，應將該公司是否已設有適當的法令遵循計畫列為考慮因素之一。
    司法部並未就法令遵循計畫應具有何具體內容為規定，檢察官在評估該公司所設之法令遵循計畫是否適當時，重要之參酌因素為：該計畫是否妥為規劃而具有偵測及防止員工犯罪的最大效能；以及公司的管理階層是否有努力執行該計畫，抑或是心照不宣地鼓勵員工犯罪以追求公司利益。而在考慮上列二個因素時，可資參考的情狀包括：該法令遵循計畫之綜合性；犯罪行為的強度及廣度；涉入犯罪的員工數目及其階級；犯行的嚴重程度、時間長短與頻率；公司在事後所採取的補救措施，例如賠償、懲戒或對法令遵循計畫之修正等；公司自行向政府揭露犯行之速度；公司在案發後是否配合調查等。檢察官亦須一併考慮公司是否設有能有效偵測及防止犯行的公司治理機制，例如:公司主管是否對於關於公司行為之提案都能為獨立的審查，而非照單全收地加以批准；是否有提供公司主管足以為獨立審查之充分資訊；內部稽核機制是否有夠高的地位足以確保其獨立性及正確性； 公司主管有無建立合理的訊息傳遞管道，以便在管理階層及董事會在決定公司行為是否違法時，能先得到充分、即時且正確的訊息。
    檢察官還必須判斷該公司的法令遵循計畫是虛應故事，抑或是被有效地執行。此外，檢察官必須決定該公司是否有提供足夠的人力來稽核、紀錄、分析及利用該公司法令遵循計畫之成果。檢察官也必須判斷公司員工是否已被適當地告知法令遵循計畫之內容，而且相信公司是致力於推動法令遵循計畫。以上這些情狀能幫助檢察官認定該公司是否設有適當的法令遵循計畫，以及是否有效地執行該計畫，如答案均為肯定，則在不牴觸其他聯邦執法單位的政策時，檢察官得選擇僅起訴犯罪的自然人，而不一併起訴該公司。
    公司應針對該公司日常業務範圍內可能發生的犯行種類，設計得有效偵測犯行的法令遵循計畫。因為許多公司的業務內容過於複雜，已超出檢察官的日常經驗，故檢察官在評估該計畫的妥當性及執行成效時，應向有關之聯邦或地方專業機構諮詢。
五、對法院量刑之影響
(一)美國聯邦量刑準則歷史發展
在1984年，為促進量刑的一致性及妥當性，美國國會通過量刑改革法(Sentencing Reform Act)，設立了聯邦量刑委員會，並賦予該委員會制定聯邦量刑準則之權力，而其所公布定之量刑準則，對於所有聯邦法院具有強制力。藉由限制法官量刑裁量權的方式，來追求量刑的一致性及妥當性。在量刑準則的規範下，法官的裁量權被限縮在一定的刑度範圍內，只有在聯邦量刑準則所規定的特殊情況下，可以偏離(Depart)量刑準則而為量刑。而且，這樣的「偏離」，也被上級審法院所嚴格管控。就統計數字來看，量刑準則顯然有效地達到追求一致性的目的。另外，量刑準則所規定之量刑範圍，與施行前之實務量刑情形相較，刑度也明顯提高許多
。
學者對於這樣的制度雖有所批評，但基本上量刑準則仍被公認這是目前促進量刑一致性及妥當性最好之選擇。它也安然經歷過一連串違憲的質疑。但在2005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BOOKER案中認定其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六條(受陪審團審判之權利)，並宣告其無強制力，僅有諮詢的效力(advisory)。
這出人意表的判決對於量刑準則制度無異是一大打擊。但根據聯邦量刑委員會之統計，在BOOKER案之後，法官量刑時完全遵守量刑準則之比率，加上基於檢察官之請求而偏離量刑準則為量刑之比率，仍然高達85%，僅比BOOKER案之前略低。其可能成因，誠如學者在BOOKER案所做的分析：1.大多數的聯邦地方法院法官都是在量刑準則制度公布後才被任命，法官們只熟悉這一套量刑方式；2.而上級審法院對於刑度之審查基準，係採合理性審查基準(unreasonableness standard)，遵守量刑準則而為之量刑被推定具有合理性。3.法官們可能也了解到，如果大幅地偏離量刑準則而輕判被告，或許會激怒國會，並導致國會立法嚴格限制法官之裁量權
。
(二)量刑準則對於公司量刑時之刑度計算方式
    聯邦量刑準則起初僅針對自然人規範，在1991年始增訂第8章「組織之量刑」(Sentencing of Organizations)，就公司等法人組織涉及犯罪時，其賠償措施(第B節)、罰金範圍(第C節)及緩刑(第D節)等議題為規定。以下針對第C節罰金範圍部分為說明。
基本上來說，罰金額度之計算，乃是「犯行嚴重性」(seriousness of the offense)及「組織可責性」(culpability of organization )交相作用後之產物。茲就罰金額度之計算方式，茲說明如下:
1.基本罰金(Base Fine) 

基本罰金反映了系爭犯行之嚴重性。以下列三者數值最高者為基本罰金
:
（1）依據犯罪級數換算出之金額:先依聯邦量刑準則第2章之規定，計算出犯行級數
。並依聯邦量刑準則第8章第Ｃ節第2小節第4條第d項之圖表，找出相對應之金額。
茲檢附圖表如下：
	Offense Level Fine Table

	Offense Level
	Amount

	6 or less
	﹩5,000

	7
	﹩7,500

	8
	﹩10,000

	9
	﹩15,000

	10
	﹩20,000

	11
	﹩30,000

	12
	﹩40,000

	13
	﹩60,000

	14
	﹩85,000

	15
	﹩125,000

	16
	﹩175,000

	17
	﹩250,000

	18
	﹩350,000

	19
	﹩500,000

	20
	﹩650,000

	21
	﹩910,000

	22
	﹩1,200,000

	23
	﹩1,600,000

	24
	﹩2,100,000

	25
	﹩2,800,000

	26
	﹩3,700,000

	27
	﹩4,800,000

	28
	﹩6,300,000

	29
	﹩8,100,000

	30
	﹩10,500,000

	31
	﹩13,500,000

	32
	﹩17,500,000

	33
	﹩22,000,000

	34
	﹩28,500,000

	35
	﹩36,000,000

	36
	﹩45,500,000

	37
	﹩57,500,000

	38 or more
	﹩72,500,000


(2)公司因犯罪而獲得之金錢所得。
(3)因公司犯罪而有意地、明知地或魯莽地所造成之金錢損失。

    但如果上開金錢所得或金錢損失之計算將太過複雜或不當延滯訴訟時，在決定基本罰金時即不予考慮。
2.罪責分數(Culpability Score)
      罪責分數代表了公司的可責性，以5分為基本分，再依加重或減輕事由而增減其分數。加重分數之事由，諸如公司的規模(規模越大，分數越高)；實際參與犯罪者之層級(層級越高，分數越高)；之前是否有類似犯行；系爭犯罪是否有違反先前之司法命令、禁制令或附條件之緩刑；有無妨害司法或意圖妨害司法之行為等。而減輕分數之事由，較重要者有二，其一即為本文所欲討論之法令遵循計畫，另一則為公司是否在發覺犯罪後立即向主管機關報告、配合調查並接受處罰
。
3.最小及最大倍數(Minimum and Maximum Multiplier)
      以上開之罪責分數為準，可以在聯邦量刑準則第8章第Ｃ節第2小節第6條（USSG §8C2.6.）的圖表中，找到相對應的最小倍數及最大倍數，茲摘錄圖表如下：
	Culpability Score
	Minimum Multiplier
	Maximum Multiplier

	10 or more
	2.00
	4.00

	9
	1.80
	3.60

	8
	1.60
	3.20

	7
	1.40
	2.80

	6
	1.20
	2.40

	5
	1.00
	2.00

	4
	0.80
	1.60

	3
	0.60
	1.20

	2
	0.40
	0.80

	1
	0.20
	0.40

	0
	0.05
	0.20


4.罰金範圍(Guideline Fine Range)
以上開基本罰金乘以上開最小倍數，即得出罰金之下限；以基本罰金乘以前揭最大倍數，即得出罰金之上限
。罰金上限與罰金下限共同構成了罰金範圍。

此時須注意，罰金範圍，不可超過法定罰金上限(statute maximum)或低於法定罰金下限(statute minimum)
。法定罰金上限，以下列三者間最高者為準：第一，該罪名所明定之罰金最高額；第二，在觸犯重罪之場合，罰金上限為50萬美金；第三，因犯罪而生之金錢所得或金錢損失之2倍金額
。
5.範圍內量刑(Fine within Range)
     之後法官再參考聯邦量刑準則內所提示的各種相關因素在罰金範圍內決定罰金之金額。例如：反映犯行之嚴重性、促進法律尊嚴、提供公平之懲罰、適當的嚇阻作用、保護公眾免於公司犯行之繼續侵害、組織在犯行中扮演的角色、民事責任或其他之判決附隨後果、非金錢損害之金額、是否涉及脆弱之被害人、涉案高階人員之前科紀錄、公司之其他犯罪前科、過高或過低之罪責分 數、僅部分要件被滿足的加重或減輕要件、欠缺有效之守法及倫理課程等，甚 至決定犯罪級數及基本罰金時已經考慮過之因素，現在亦可以加以考慮
。
6. 偏離量刑範圍(Departure)

       法官在某些特定事由存在時，得偏離量刑準則所定的量刑範圍而為量刑(處以更重或更輕之刑)。這些事由包括：在有關機關調查或起訴其他公司或個人之犯行時，提供重大協助；其犯行有導致他人死亡或受傷之危險；危害國家安全；危害環境；危害市場；被告在事後補償之花費已遠超過犯罪所得；或是公司具有特別的可責性等
。另外，倘罰金之金額可能會影響公司之資力，而妨害其對被害人之賠償時，法官應偏離量刑範圍而處以較少額之罰金；而在公司無足夠資力繳交罰金(即使用分期付款的方式亦無力繳納時)，法官則有權得決定是否偏離量刑範圍而處以較少額之罰金
。

在聯邦量刑準則之規範下，法院對於公司所科處之罰金負擔甚重，根據聯邦量刑委員會所公布的數字，在2001年時，對公司所科處之平均罰金金額為美金210萬元，中位數為6萬元
。另外，對股票公開交易之公司科處之罰金，從1991到1996年為例，平均金額更高達美金1910萬元，中位數為310萬元
。
(三)對法令遵循計畫之要求
    公司若具備有效的法令遵循計畫，則在計算罪責分數時有減輕之作用，此有如前述
。但該法令遵循計畫必須符合下列條件: 公司已對犯罪之預防和偵測為合理之注意（due diligence），並且倡導企業文化，鼓勵合乎道德及合法之行為。為達到上開條件，至少要具備下列要件：應建立預防及偵測犯罪之標準及程序；公司管理部門應了解該法令遵循計畫之內容及運作情形，並應對該計畫為為合理的監督；高階員工應確保公司有合乎聯邦量刑準則之法令遵循計畫，並應指派特定之高階員工負責該計畫；應指派員工負責該計畫之日常運作，並定期向高階員工及管理部門報告，該負責之員工應被賦予適當的資源、權限及直接向管理部門報告之管道；公司應為合理的努力，不讓從事非法行為或違反法令遵循計畫之人進入重要的公司部門；應對公司員工施以定期訓練及宣導，使其了解法令遵循計畫之標準及程序；以監控或稽核等手段確保法令遵循計畫被遵守；定期評估該計畫之有效性；制定一套可讓員工匿名為犯罪行為之檢舉或諮詢之系統，並將該系統公告周知；應以獎懲措施持續推動該法令遵循計畫；在發現犯罪行為後，應採取合理之措施(例如修正法令遵循計畫之內容)以適當回應犯罪行為，並預防類似犯行再度發生；應定期評估犯罪行為發生之危險，並合理地規劃、運用及修正法令遵循計畫，以降低犯罪發生之危險
。
    因為不同產業間（甚至不同公司間）所需求的法令遵循計畫內容並不相同，聯邦量刑準則進一步建議在決定法令遵循計畫內容時，應予考量之因素：第一，應考量各該產業應適用之政府法規及產業實務，必須遵守產業實務上級政府法規之標準；其次，應考慮公司規模的大小，越大的公司應制定越完善的法令遵循計畫；最後，如一再發生類似之犯罪行為，一般會認為該公司之法令遵循計畫並不符合要求。另外，在定期評估犯罪行為之危險性時，應考量:此類犯罪行為之本質及嚴重性；基於公司業務內容之本質，該類犯罪行為發生之可能性；公司之前有無違法紀錄等
。而因為法令遵循計畫之複雜性，就法令遵循計畫之創設及維護提供專業諮詢，已成為蓬勃發展的產業
。
    依聯邦量刑委員會之統計資料，自1991年至2004年，僅有3間公司經法院認定具備有效的法令遵循計畫，而減輕刑度
。因此，便有學者質疑量刑上之優惠，就像是永遠吃不到的胡蘿蔔
。但無論其在實際上的減刑效果如何，即便是採懷疑論立場的學者，亦承認聯邦量刑準則之規定，確實具有鼓勵設置法令遵循計畫之效果
。

六、引進之評估
    在我國，現已有許多金融法規要求公司必須設置法令遵循方案，此已如前述。但法令遵循方案之本質，本就極易淪為紙上作業，如僅有主管機關之要求，而無更強力之誘因，除非台灣的企業家都是以犯罪防制為目的之道德者，否則難以期待法令遵循方案能真正落實。
    而為創造更強力之誘因，美國法的經驗頗值得參考。不過，我國並無類似美國的法人責任理論，雖在某些法規內設有處罰法人的兩罰規定
，但與美國公司所可能面對的刑事責任，在廣泛度上仍有相當之差距，則公司經營者在衡量設立有效的法令遵循計畫之利弊時，其考量之被追訴危險性顯然較低，此乃我國欲仿效美國制度時之不足之處，不可不察。另外，我國檢察官雖然不像美國檢察官般擁有廣大的不起訴裁量權，但如修正檢方內規，妥適運用職權不起訴處分、緩起訴處分、認罪協商制度及求刑活動，對於那些具備有效法令遵循計畫之公司，在決定處遇方式時予以適當之優惠，或是法院能在其量刑內規上為明文之優惠規定，應仍能創造相當的宣傳、鼓勵作用，而依據美國法的經驗，實際上有多少公司因此而減免罪責並非重點，起訴政策及量刑準則本身的宣傳作用才是實際上促成法令遵循計畫之原因。

參、證人在美國聯邦大陪審團程序中之程序地位—以具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為中心
一、研究動機
    偵查階段與審判程序不同，充滿了動態發展性和不確定性，無論是犯行的性質、範圍，乃至於涉案之對象，檢察官往往只能在合理的犯罪輪廓預想底下，隨著證據的搜集成果，一步步地建構起足以特定之犯罪事實及特定被告。而在偵查活動告一段落之前，某人究竟是屬於犯罪人，抑或是無辜之旁觀者，往往難以事前加以斷定。另一方面，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範架構，在偵查階段即要求須將傳訊之人區分為「被告」或「證人」，而分別享有不同之程序地位，對於前者，為訊問前必須踐行權利告知，得保持緘默，並得委任辯護人為其辯護；後者則在一定條件享有拒絕證言權、並得請求日費、旅費，但同時必須承受拘提之風險(在無正當理由不到場之情形下)以及受刑法偽證罪之規制。
    在偵查本質和法律架構之互相衝擊及交織下，在我國實務上，對於那些不屬於司法警察移送、報告或告訴、告發所指涉之被告，但隨著案情進展，逐漸發現其有涉案可能之人，出現了所謂的「關係人」，這個因應偵查需要而生之產物，其性質難以依刑事訴訟法加以定性，從而其在程序上之權利義務關係如何也難以找到法律上的依據，因此滋生不少爭議。代之而起的，是依證人身分傳訊後，嗣後再將之改列為被告，其在改列身分前、後階段之權利義務，則分別適用刑事訴訟法關於證人、被告之規定，然此作法亦為部分被告、辯護律師及學者所質疑
。

 為增加此一問題的討論廣度，有必要參酌比較法的觀點。在太平洋彼岸，與我國基本法制殊異的美國，在偵查階段除了由警方進行調查外，某些案件是由檢察官透過大陪審團之傳喚權力來進行調查
。此時無論是否為潛在之被告，均係以「證人」身分出庭接受調查，在法律規定的層面上，並無所謂被告與證人身分區分之問題。但潛在被告畢竟受憲法之保障較多(尤其是拒絕自己負罪特權)，美國聯邦檢察官及大陪審團在面對偵查的動態性及不確定性時，如何兼顧發現真實及權利保障，相信其處理手法有相當之參考價值，故特此撰文加以介紹。
二、大陪審團概述
(一)大陪審團之組成及運作
    聯邦大陪審團與小陪審團不同，後者係在審理中依全數決來決定有罪無罪的事實問題。大陪審團則由16至23人組成
，至少要12名以上之陪審員同意才能起訴(indictment)
，倘若大陪審團決定不起訴，並無「雙重危險禁止原則」(double jeopardy)之適用，得再由另一大陪審團起訴。
    關於在大陪審團程序內發生之事項，除證人本身以外，其他人(包括檢察官、陪審員)均有保守秘密之義務
。
(二)大陪審團之性質
    大陪審團在刑事訴訟程序內之角色非常特別，它是對犯罪有無發生具有認定權限之調查機構。與法院係針對特定的爭議予以審判不同，大陪審團在有違法嫌疑存在時即得展開調查。大陪審團之功能，係在調查所有可能之證據，直到其特定犯罪事實或確定無犯罪存在為止。為達到此目的，大陪審團不得不擴大其打擊面，其調查活動係在檢視過所有可得線索，並以各種適當方式訊問過所有證人之後，方告完成。另外，大陪審團之任務係以單方調查程序決定是否有起訴特定被告之合理理由(probable cause)，適用審判中之法則將會造成不必要之遲滯。
    著眼於上開性質之不同，美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許多在審判中適用之法則，並不能適用於大陪審團程序。例如:不適用傳聞法則，亦不受證據排除法則之限制， 對於提交書面文件傳票(subpoena duces tecum)內容之要求亦較寬鬆
。
(三)大陪審團之功能
    大陪審團常被描述成在刑事程序內同時扮演「矛」與「盾」的角色，前者係指其「調查功能」，利用傳喚(subpoena)之權限，來協助檢察官取得證據。後者則係指其「監督功能」，透過其有權決定是否起訴之把關功能，來監督檢察官。詳述如下:
1、 監督功能

大陪審團的重要功能之一，就是扮演界於檢察官及被指控者之間的監督機制，由大陪審團決定(而非檢察官)是否有「合理理由」相信某人已觸犯聯邦刑罰。「合理理由」之門檻雖然不高，然而在聯邦案件之認罪協商率高達95%的情況下，這幾乎是聯邦案件唯一能接受正式程序檢驗的機會。
        不過，在一般案件中，大部分之調查活動其實已由警方完成，並不需要大陪審團的調查功能。且根據實證研究，大陪審團的起訴率甚高，以1994年至1998年期間為例，檢察官有122 ,879個案件成功獲得大陪審團的起訴書，但只有83個案件未獲得起訴
。故常有學者批評大陪審已淪為檢察官的橡皮圖章，並比喻稱「如果檢察官要求，大陪審團甚至會起訴一塊火腿三明治」
。
2、調查功能
      美國聯邦檢察官原則上並無傳喚證人之權利
，但可透過大陪審團的調查功能而強行取得證據，其武器有二:一為作證傳票(subpoena ad testificandum)，要求證人(包括具有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到庭作證。另一為提交書面文件傳票(subpoena duces tecum)，命令證人提出大陪審團所要求之文件及物證
。
      在白領犯罪及組織犯罪之領域，因為涉及了大量商業文件以及重要但又極不合作的證人，故此一調查功能對於檢察官非常重要。這也是在美國各州的大陪審團制度逐漸萎縮之際，聯邦大陪審團仍能在大量的聯邦白領犯罪案件中享有重要地位之原因。

三、具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之程序地位
    對於具有潛在被告性質之被告，其程序地位如何，聯邦法規僅設有部份之規定，且主要係針對義務面加以規範，對於潛在被告在大陪審團程序內之權利保障，則留下相當多空白。雖然一直有改革的呼聲
，但國會仍將此問題交由法院和司法部加以解決。而聯邦法院，基於對偵查本質之理解以及避免拖延程序，對大陪審團程序採取相當寬容之態度。故對於潛在被告之權利保障，反而相當仰賴司法部所發布的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United States Attorneys’ Manual) 內許多自我抑制的規定。但違反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之法律效果，卻僅止於內部懲戒，對於訴訟程序不生影響，這是必須要加以注意的。
(一)具潛在被告性質之定義
    具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根據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之規定，分為兩類:一個是「偵查目標」 (Target)，指檢察官或大陪審團已經握有其犯罪之重要證據，且根據檢察官之判斷，為潛在被告之人。另一個則是「偵查對象」 (Subject)，指其行為係在大陪審團調查範圍內之人
。
(二)潛在被告在大陪審團程序中之權利與義務
1.遵守傳票之義務
無正當理由而不遵守傳票內容，可能成立刑法上的藐視法庭罪。另外法院可能以民事上的藐視法庭規定，將證人交由聯邦檢察官管收，直到其遵守傳票內容或大陪審團程序結束時為止(換言之，就是某種形式的「押人取供」)。
        雖然，普通法上的原則是「公眾有權取得每個人的證據」，但這樣強制取證的權力並非毫無界限，最重要的界線就是「拒絕自己負罪特權
」。故潛在被告得主張其證詞將會不利於己，而免除其作證義務。
        然而，拒絕自己負罪特權之內涵並非指潛在被告有保持緘默的權利，其衍生證據使用之豁免」(use and derivative use immunity)之規定，請求法院給予具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豁免，而強迫證人出庭作證，此時除非證人涉及偽證或不實陳述，證人在大陪審團程序內所為之證言，以及因其證言而進一步取得的相關證據，均不得在嗣後之法律程序對該證人加以使用
。證人如在獲得豁免後仍拒絕作證，即成立藐視法庭。聯邦最高法院亦多次確認上開豁免後強制作證之規定並不違憲
。
        依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之規定，雖然不禁止對潛在被告為傳喚，但為避免造成程序不公，原則上希望檢察官能先嘗試鼓勵潛在被告自願出庭，如不能成功，在經過美國聯邦檢察官(相當於我國檢察長)或助理檢察總長之同意後，參酌下列因素，方得對潛在被告為傳喚：1.該傳喚對大陪審團成功取得證詞、證據之重要性如何。2.相同之證詞或證物可否透過其他證人取得。3.檢察官或大陪審團擬詢問潛在被告之事項是否在有效的特權保護範圍內
。同時，如果「偵查目標」及其辯護人均以書面表明將主張「拒絕自己負罪特權」時，原則上聯邦檢察官即不再要求其作證，但檢察官或大陪審團如考量   上列傳喚因素後，仍堅持被告必須出庭時，得繼續要求其出庭作證
。
2.受權利告知之權利？
        就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在大陪審團作證前，有無受權利告知之權利一事，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多起案件中均未如此要求
。雖然欠缺憲法上或法律上之要求，但司法部之政策係支持證人享有此權利，依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之規定，送達傳票予具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時，應一併附上權利告訴之書面。而且在大陪審團前，檢察官必須再度向此類型證人告知權利，確認證人了解其意義，並作成書面紀錄。
        權利告知之內容為：大陪審團正在調查涉及某案由、法條之聯邦刑事案件，如問題的答案會陷你入罪，你可以拒絕回答。你的所有陳述均有可能在大陪審團程序及嗣後的法律程序內作為不利的使用。如果你聘請律師，大陪審團會讓你有離開詢問室諮詢律師之合理機會。針對「偵查目標」，必須補充告知其行為因涉嫌違反聯邦法律而遭受調查中
。
3.要求出席大陪審團程序作證之權利？
        潛在被告為了能逃過起訴，常有希望能出席大陪審團為自己作證之要求，此情形在白領犯罪中更為明顯，因為白領犯罪中的潛在被告可能是政客或公司總裁，基於名譽、選舉、執業執照、僱佣關係等考量，常有主動出庭向大陪審團作證之強烈動機
。
        對於證人自行提出出庭作證之請求，檢察官並無允許之義務，但依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如果不至於造成程序之延滯，而且證人願意放棄拒絕自己  負罪特權，並委任律師或自願不委任律師，且同意在宣誓後接受詢問，檢察官應認真考慮證人之請求
。
        如果「偵查目標」並未被傳喚出庭，也未主動提出作證之請求，聯邦政策係鼓勵檢察官在合理期間前通知「偵查目標」，使其有主動請求出庭作證之機會。但在一般案情已臻明確的案件，或是「偵查目標」有逃亡、湮滅證據、危害證人，或是造成程序遲滯或其他有害正義實現的情形，檢察官得不通知之
。

4.受律師在場協助之權利？
        證人在大陪審團程序中，並無權利要求辯護人在場協助
。但依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之規定，會提供證人機會至詢問室外諮詢辯護人之合理機會，此有如前述。
        目前，大約有20個州已經制定法律，允許證人(尤其是屬於偵查目標的證人和未獲得豁免之證人)得選任辯護人在場協助，但對律師在場所能執行之權限限制頗多。贊同律師得在場協助者，係認為僅僅在庭外等候證人諮詢的辯護人並不能對證人之權利提供適當的幫助。而反對者則認為，容許辯護人在場將造成程序的遲延，並妨礙大陪審團取得證人之完整且明確的證言，且有可能使辯護人變成其他人用以監視證人之工具。

5.取得自己證詞筆錄之權利？
        大陪審團程序是秘密、不公開的，此有如前述，但證人就其在大陪審團前所為之證言，對自己來說並無秘密可言，而證人為避免前後陳述不一而成立偽證(perjury)，因此有了想了解自己之證詞內容之強烈動機，因此，遂產生證人可否取得自己證詞筆錄之爭論。依美國聯邦上訴法院之見解不一，有認為大陪審團秘密之原則，本就係為保護證人而設，故證人當然有權取得其證詞筆錄
；亦有認為證人並無取得筆錄之權利，必須先證明其有勝過大陪審團秘密此一法益的迫切需要後，方能取得筆錄
。
四、比較與建議
    在我國，檢察官對於潛在性被告，如以證人身分加以傳喚，應在訊問前依刑事訴訟法第181條告以得拒絕證言，此節與上述之證人主張拒絕自己負罪特權及美國聯邦檢察官手冊所規定之事前權利告知大致雷同。所不同者，在於我國告知其得拒絕證言之時間點，往往係在證人已經到庭之後，而非在傳票送達時即一併為之，給予證人考慮是否拒絕證言之時間似乎較為不足。又依我國法制及偵查實務，對於具有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在轉換其身分為被告之前，並未如同美國聯邦實務一般給予其選任辯護人之機會，遑論事前告知得選任辯護人，或同意律師在場協助，此對潛在被告保護較為不週。因此等事項屬於執行細節，且對證人有利，應無須透過修法解決，可逕在相關的檢察內規中，規定送達傳票予具有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時，應一併附送權利告知通知書，權利告知事項並應包括得委任律師諮詢其權益事項，但在轉換身分為被告前，應僅容許律師在庭外等候證人諮詢，不得在場。
    另外，美國聯邦實務透過「使用及衍生證據豁免」制度，搭配藐視法庭制度、偽證罪及不實陳述罪之相關規定，共同組成發現真實的交叉火網，成為偵辦白領犯罪和組織性犯罪之重要武器。反觀我國，白領犯罪及組織性犯罪日益猖獗，形成嚴重的社會問題，如何加強打擊此類犯罪已成為檢察官的首要任務。而依此類案件之性質，有時不得不仰賴關鍵證人(尤其是具有被告或潛在被告性質之證人)來加以突破，證人已成不可或缺的證據方法。而在此同時，此類案件中之潛在被告往往不願意吐實，此時受限於我國刑事訴訟法之規定，證人或被告一旦主張拒絕證言或保持緘默，檢察官即頓失著力點
。為達到刑事訴訟制度發現真實之目的，且不過度侵害人權，引進前述之豁免及藐視法庭制度，來對被告或潛在被告強行取證，以利案件之突破、發展，應有其價值存在。

肆、當言論自由衝擊公平審判—美國法對於訴訟參與人法庭外陳述之限制
一、研究動機
    隨著近年來新聞媒體的發達，以及言論自由意識的抬頭，每當發生具有新聞性的案件時，新聞媒體總是鍥而不捨地追著相關人士採訪，而當事人、律師或證人、承辦員警、政客、甚至是所謂的政治評論家，各自基於各種不同的動機，對媒體吐露各式各樣的消息，新聞媒體再透過綿密的媒體網路，以報紙、新聞頻道、網際網路等方式，將各種片面的消息輸入大眾的腦海。如進一步對這個現象加以思考，不禁令人懷疑，某些場合中，這些法庭外的言論是否已經過度氾濫，而傷害到被告公平審判之權利?或妨害政府追求公平審判之利益?如答案為肯定，此時又應以何種手段來調合言論自由及公平審判？限制法庭外的言論是否會牴觸憲法的容許範圍?在探尋屬於我們台灣自己的答案之前，不妨先從美國法的經驗中汲取些許靈感。
    在美國，刑事案件中之律師、被告、檢察官、警方及證人等，就本案相關事項為「法庭外陳述」(extrajudicial statement)之情形相當普遍。而關於刑事訴訟案件之言論經常屬於政治性言論，乃言論自由所保障之核心言論
，有特別加以保護之必要。而為法庭外陳述之人，其動機可能是要促使大眾注意訴訟程序或起訴裁量權有無被濫用
；或是身為公職人員，自覺有義務向民眾交代清楚案情
；或是要扭轉對被告不公平的輿論
。從這個角度來看，法庭外陳述的確有受保障之價值。
    然而，法庭外陳述有時反而會造成「有害的公開」 (prejudicial publicity)，甚至淪於「媒體審判」(trial by news media)，這對於刑事訴訟程序產生了許多負面之影響，而在這當中，最重要的負面影響就是對於陪審員心證之污染，使陪審團不能作成公正之判決
。但其惡害並不止於此，質言之，司法體系的效率及公正性可能遭受影響
。而媒體審判對大眾產生之誤導作用，也可能使大眾對於判決結果不信賴，進而損傷司法公信力
；被告可能利用媒體來壓制證人之不利證詞
；媒體審判甚至可能對於法官造成龐大的心理壓力，使其無法依其法律確信而作成裁判
。此均是與言論自由立於對立地位，卻又不得不加以衡量之重要基本權利及價值。故對於法庭外陳述，實有必要予以適當的規制，以調合言論自由、公平審判及其他重要價值。
    美國法對於法庭外陳述之限制手段甚多，例如:事前即禁止作成法庭外陳述的「禁聲令」、根據各法院之法院規則加以限制、事後追究言責的「律師倫理規範」，或在未作成禁聲令之情形下，直接基於藐視法庭權力對發表庭外陳述者加以處罰等等。因後兩者較為少見
，本文擬就較具有重要性的禁聲令 (下述二、部分)以及律師倫理規範(下述三、部分)加以介紹。進而就該法制引進國內之可能性加以分析(下述四、部分)。
二、禁聲令
(一)簡介
    在1966年的Sheppard v. Maxwell 案件
中，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州法院在審理時疏於控制法庭內外的新聞媒體，為媒體創造出宛如嘉年華會般的氣氛，而大量出現的不利新聞侵害了被告受公平審判之權利。聯邦最高法院並進一步闡釋法院得採取的控制措施，其中之一便是認為法院有權禁止律師、當事人、證人或法庭職員就會引發偏見的事項發表法庭外言論。這樣的禁止命令一般稱之為限制命令(restrictive order)或禁聲令(Gag order)。在Sheppard案之後，禁聲令開始為下級法院所採用，儘管欠缺實定法上之依據，其仍經由判決先例之累積，而逐漸發展成現在之面貌。
    禁聲令在美國的審判實務上甚為常見，例如喧騰一時的前美式足球明星O.J Simpson的殺妻案、美國前總統柯林頓性騷擾案、麥可傑克森猥褻幼童案、恩隆案等。
    禁聲令得由檢察官或被告方面聲請，亦得由法院主動核發
。當法院預期媒體將對案件做成有偏見的報導時，得禁止特定人(一般係針對兩造當事人、證人、律師及承辦員警、法庭職員等)就某些特定內容(例如被告犯罪前科、有無自白、測謊結果等)發表法庭外言論，從偏見資訊的源頭處來遏止偏見性之報導。如違反禁聲令之內容，將構成藐視法庭罪(contempt of court)
。
    禁聲令除針對訴訟參與人之外，亦得對於與訴訟無關之人為之，但針對新聞媒體所為之禁聲令，因涉及對於新聞自由的事前限制(prior restraint)，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Nebraska Press Ass’n一案中
，認為必須適用最嚴格的審查標準，在有「明顯而立即之危險」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存在時，方得對新聞媒體為禁聲令。不過，這是指該媒體本身並非為當事人一造之情形，如媒體本身即為當事人之一造，當然應適用對於訴訟參與人之審查標準
。

 (二)對訴訟參與者核發禁聲令之要件
對於訴訟參與人核發禁聲令時，所應注意之要件有三:
1.第一，內容上之限制。禁聲令的內容必須經過適當的裁切。質言之，禁聲令的內容必須明確，如果未能明確指示可以發表的言論種類，將被認為因過於模糊而違憲
。同時其禁止的言論種類亦不能過於廣泛，法院必須決定在本案中何種言論會妨害司法審判，對辯方來講，限制關於下列事項之言論可能是適當的: 當事人的品格、可信性或名譽；證人的身分，或是預期當事人、證人會作的證詞；被告所作的審前自白、自認或陳述之內容，或是被告拒絕陳述或未能陳述之事實；預期將會被提出的物理證據之特性、本質，或欠缺物理證據之事實；當事人在本案的根據或弱點所在；任何律師知悉或理當知悉其證據能力有爭議，或是揭露後會造成重大偏見之資訊
。
  2.其次，法院必須審視有無其他對言論自由侵害較少，而足以達成政府之目的

之替代方案。例如:對陪審團的預先審查程序(voir dire)、審判地的變更(change of venue)、延期(continuance)、隔離陪審團(sequestration)、法官對陪審團下達指令(limiting instruction)要求其專以審判中之證據資料為評議等
。
  3.最後，也是最重要的，是憲法上的適用門檻，也就是在衡量訴訟參與人之言

論自由和公平審判時，應適用何種之審查標準方屬合憲。聯邦最高法院迄今

未直接就訴訟參與人之禁聲令應採何種審查標準表示意見，而因禁聲令係對

言論的「事前限制」，與事後方追究言責之情形不同，不能直接援用Gentile

案(詳下述)之見解，下級法院及州法院之見解因此相當分歧。聯邦巡迴上訴

法院基本上分裂為三說：第6、7、9巡迴上訴法院認為須有「明顯而立即的

危險」 (clear and present danger) 或「嚴重且逼近的危險」(serious and 
imminent threat) 
，方得核發禁聲令，此標準最為嚴格。第3、5巡迴上

訴法院係採用「有導致嚴重偏見的重大可能性」標準 (substantial 
likelihood of material prejudice)
。第4、10巡迴上訴法院則採用更寬

鬆的「有導致偏見的合理可能性」標準(reasonable likelihood of 
prejudice)
。學術意見亦無定論，有認為「合理可能性」標準應予揚棄者
，

亦有認為應一律採「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標準者
。
        就同屬訴訟參與人的律師、當事人及證人，是否因身分之不同，而適用

不同之審查標準，下級法院亦莫衷一是。針對被告，有的法院引用Gentile

案中的「法庭官員」理論，而認為被告與律師係適用不同審查標準
，有的

法院則認為無此區別
。而針對證人，究竟應引用相同標準或從嚴審查，各

有其支持者
。
(三)對於禁聲令之救濟程序
    受禁聲令拘束之人得對該命令提起上訴
。但因為審判程序仍繼續進行，一旦本案部分作成判決，對於禁聲令之上訴的部分將喪失訴之利益，如此一來無法達到救濟效果。是故對於禁聲令提出上訴者，大都會一併聲請職務執行令狀(writ of mandamus)，以加速上訴審之審理速度。
    不過，因為有時禁聲令就是基於當事人間的協議而提出聲請，其等自然不會提出上訴，有時當事人則基於訴訟策略之考量而不提出上訴。所以，對於該案件有報導興趣的新聞媒體，如因禁聲令而苦於無人可採訪，得以自己名義對禁聲令提起上訴。此時，雖然新聞媒體並非該禁聲令所直接拘束之人，但實務見解認為新聞媒體乃法庭外陳述的潛在聽眾，無論陳述者或聽眾皆應受保護，故仍肯認新聞媒體有提起上訴之當事人適格(standing)
。
三、律師倫理規範
(一)簡介
    美國聯邦及各州之律師倫理規範，均針對律師之法庭外陳述有所規定，律師如有違反，將面臨懲戒。至於對於律師的法庭外陳述究竟應用何種標準加以限制，美國律師協會(American Bar Association)在1968年所採用之標準乃「合理可能性」標準，禁止律師發表可能會干擾公平審判之法庭外陳述
。嗣後在1975年的Chicago Council of Lawyers v. Bauer一案中
，聯邦第七巡迴上訴法院認為「合理可能性」標準過於廣泛，而認定其違憲
。加上在前述的Nebraska Press 一案中，聯邦最高法院又對於媒體之禁聲令採取「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標準。這導致了美國律師協會在1978年亦改採「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標準
。然而，在1983年，美國法曹協會制定職業行為模範規則(ABA Model Rules of Professional Conduct)第3.6條時，復改採「重大可能性」標準，禁止律師發表有造成偏見的重大可能性之法庭外陳述，並分別規範了可能違反此標準的行為，以及不適用此標準的例外情形。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3.6條為大部分的州所採用，在1991年，已有32個州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3.6條，但另外有11個州係採用較寬鬆的「合理可能性」標準，5個州則係採用較嚴格的「明顯而立即的危險」標準
。
    在1991年的Gentile v. State Bar of Nevada一案中
，最高法院認定「重大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標準並未違憲。該案之犯罪事實為:警局發現放在某公司保管箱內的大量毒品及旅行支票不翼而飛，遂針對有權開啟保管箱的兩名警探展開調查，但因警探均通過測謊，反而該公司之負責人則拒絕接受測謊，檢察官因此決定起訴該公司負責人，被告之辯護律師Gentile在起訴的隔天即召開記者會，抨擊檢方的起訴，並舉出許多理由認為警探才是真正的犯罪者。經過審理之後，該公司負責人被無罪開釋，Gentile旋即因上開審判外之言論而受懲戒。Gentile主張採用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3.6條的Nevada州法違憲。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對於律師之法庭外陳述，應適用較新聞媒體更寬鬆之審查標準。最主要的理由有二：第一，律師身為法庭官員(officer of the court)，有義務迴避那些可能妨害司法公正性之言論。第二，因為律師擁有透過證據開示(discovery)以及與當事人的溝通取得相關訊息的特殊管道，律師的言論被認為是具有權威性的，因此律師的法庭外陳述對於程序的公平性特別具有威脅性。其他的理由包括：該規則之係為保護該州的司法體系的公正及公平而設計，其所要打擊之對象有二：一是可能會影響訴訟結果之言論，另一個是可能會造成陪審團偏見之言論，而該規則已經適當地裁切，且是適用於那些有造成嚴重偏頗的重大可能性之言論，復係適用於所有的律師(包括檢察官)，在言論內容上是中立的，況且僅係在審判終結前不得為之，審判終結即得發表言論。因此認為「重大可能性」(substantial likelihood)標準並未違憲。
。必須要注意的是，Gentile案僅係確認「重大可能性」標準係合憲，而非認為「重大可能性」標準係合憲之最低要求。因此，仍有部分的巡迴上訴法院認為較寬鬆的「合理可能性」標準仍然合憲
。
    在Gentile案之後，法國律師協會針對該判決內之意見，就職業行為模範規則做了些許修正，以下即針對其修正後之內容，作一介紹。
(二)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3.6條
    依照該規則之規定，參與調查或訴訟之律師，不應發表其明知或理當知悉將會被大眾傳播媒體散布，且有造成訴訟程序嚴重偏頗的重大可能之訴訟外言論。
    但就下列事項，律師得例外地發表訴訟外陳述:1.涉及的主張、罪名及抗辯，除法律另有禁止規定外，涉及人士之身分。2.公開紀錄中之資訊。3.調查進行中此一事實。4.訴訟各階段排定之時程及結果。5.獲取證據或必要資訊之協助請求。6.有理由足以相信有對個人或公共利益造成重大傷害之可能時，與涉案人之行為有關之危險警告。7.在刑事案件中，除前列各款情形外，得透露：被告之身分、住所、職業及家庭狀態；如被告並未遭逮捕，為協助逮捕所必要之資訊；逮捕之事實、時間及地點；負責調查及逮捕之官員或機關之身分，以及調查之期間。8.當一理性的律師相信係保護其委託人免於重大不當偏見之影響所必要，且產生該偏見之公開並非由律師或其委託人所為，律師得發表言論，但應以緩和最近之不利公開之資訊為限。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克制法庭外之言論並非是辯護律師單方之義務，檢察官亦應同受拘束，否則無異「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故職業行為模範規則第3.8 條第(f)項另外科以檢察官在刑事案件中的特別義務，規定「除非係將檢方行動通知公眾所必要，且係有助於正當的執法目的之外，檢察官不應發表其內容極可能會加重公眾對被告之譴責之法庭外言論。檢察官並應為合理之注意，以防止調查人員作成本條或第3.6條所禁止之法庭外言論。」另外，依聯邦規則彙編第28卷第50之2條b項(28 C.F.R §50.2(b))之規定，聯邦檢察官在所定對象為偵查目標(subject of investigation)時起，到訴訟終結時止，檢察官不得基於影響被告審判結果之目的而提供陳述或消息。如該陳述或消息可合理預期其會影響審判結果，且可合理預期將為大眾媒體所散佈，亦不得提供該陳述或消息。除法律、法庭規則或法庭命令另有規定者外，得公開之資訊為: 被告之姓名、年紀、住所、職業、婚姻狀況及其他類似之背景資料；起訴書之要義或內容；負責調查及逮捕之機關，以及調查之期間與範圍；逮捕時之情狀，包括逮捕時間、地點、有無遭遇抵抗、有無追躡、有無持有或使用武器，以及逮捕時查扣之物品等。揭露時僅能針對已明白的、真實的事項為揭露，且不應揭露主觀的觀察。此外，如該資料極可能造成偏見，或是揭露並不符合執法之目的，亦不應公開該資料。任何關於被告前科紀錄之資料亦明文規定不得加以揭露。並原則上禁止在逼近審判時或審判中為揭露，只有在絕對需要揭露資訊的特殊場合方能為之，且須限於顯然不會造成偏見之資訊。有些資訊則係明文規定不得揭露，如:對被告品格之觀察；被告之陳述、自認、自白或不在場抗辯，或被告拒絕陳述或未能陳述之事實；關於指紋、測謊、彈道測試或其他鑑驗等調查程序，或是被告拒絕配合上開測試之事實；關於證人的身分、證詞或可信性之陳述；關於個案中之證據或論點所為之陳述(無論該證據或論點是否預期將於審判中提出)；關於被告有罪或認罪可能性之意見等等。另外，檢察官不應鼓勵或協助媒體拍攝拘禁中之被告。除為達成執法之目的外，亦不應提供被告之照片。

四、我國引進相關制度之評估
    固然，言論自由有實現自我、溝通意見、追求真理、滿足人民知的權利，形成公意，促進各種合理的政治及社會活動之功能，乃維持民主多元社會正常發展不可或缺之機制
。但在符合比例原則及法律保留原則之前提下，並非全然不得加以限制。
    我國在現階段雖尚無陪審團
，但是，正如在前言中提到的，限制法庭外言論之主要目的，雖然係在保護陪審團免於污染，但同時也追求其他與公平審判有關之利益。在我國，不當的法庭外言論，有時已經影響法官、檢察官之決定或執行職務方式；左右證人的作證意願或證詞內容；干擾訴訟程序之進行；甚至被蓄意惡用，以片面揭露證據、錯誤解讀證據之方式，企圖創造有利於己之輿論等等。這種不當的法庭外陳述，已經侵害了被告公平審判之權利，也傷害到國家追求公平審判之利益，並對於法官之審理過程造成困擾，損傷了司法體系的公信力。為保護上述這些價值，我國的確有必要對法庭外言論作適當之限制。
    就禁聲令部分，雖然因其係對言論的事前限制，應當受到較嚴格的審查，但如符合前述二、(二)所述之核發要件，相信不致於過度犧牲訴訟參與人之言論自由。而且，當事人仍得發表不影響公平審判之法庭外言論，在訴訟程序中仍得盡情攻防。且在公開法庭內，媒體仍得旁聽審理程序，對案件加以報導或評論。因此，對於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及國民知的權利均不會過度妨礙。建議可研議修改刑事訴訟法(核發禁聲令之要件及救濟部分)及刑法(藐視法庭罪部分)的可能性。
    而就職業倫理規範來看，規範律師之部分，目前律師法及律師倫理規範內，尚無任何規定係直接針對妨害公平審判之法庭外陳述，解決之道有二，一是透過律師倫理規範內較概括之條款
，用以限制律師之不當法庭外陳述。另外一條路則是修改律師倫理規範，但是，如欲修改律師倫理規範，因必須由律師公會自行修改
，較難期待其自廢武功，可能須研議將之直接規範在律師法內。另外，就檢方而言，依檢察、警察暨調查機關偵查刑事案件新聞處理要點第3點之規定:「案件於偵查終結前，檢警調人員對於下列事項，應加保密，不得透漏或發布新聞；亦不得任被告、犯罪嫌疑人或少年犯供媒體拍攝、直接採訪或藉由監視器畫面拍攝：（一）被告或犯罪嫌疑人是否自首或自白及其內容。…（三）實施偵查之方向、進度、內容及所得心證。…（六）偵查中之筆錄、錄音帶、錄影帶、照片、電磁紀錄或其他重要文件及物品。…（十）檢舉人及證人之姓名、身分資料、居住處所、電話及其供述之內容或所提出之證據。」此部份之規定雖有帶有追求審判公平性之目的
，但因該要點之出發點本在於維護「偵查不公開」，故僅適用於「偵查中」，忽略了在起訴後之言論，亦可能妨害審判之公平性，此部分似有所不足，建議可檢討修正。

伍、美國聯邦郵電詐欺罪及共謀罪在貪瀆案件之適用—從伊利諾州州長賣官案談起
一、研究動機
    最近的美國報紙的頭條都是這樣的報導：在歐巴馬先生當選下屆美國總統後，其原本擔任的伊利諾州參議員一職出缺，根據依利諾州的州法，州長布拉哥耶維奇(Blagojevich)有權任命繼任之參議員。此州長近來惡名昭彰，其所領導的州政府早已遭聯邦調查局調查，其與同由民主黨佔多數的州議會間，亦僵持不下，連支持率也掉到13%(比現任小布希總統還低)。正當大家的注意力，開始從這些負面事物集中到任命新的參議員一事時，布拉哥耶維奇忽然在本月的9日上午，突然遭到逮捕
。依聯邦檢察官所提出之控訴書(complaint)
，其涉嫌的犯罪事實有二:與其幕僚共謀利用參議員之任命權，與他人交換政治獻金及高薪職位；以及以停止州政府之財務補助為威脅，要求日前聲請破產的媒體業巨擘Tribune Company必須解雇曾對其大力批評之編輯。前者罪名係共謀(conspiracy)犯郵電詐欺法(mail and wire fraud)( 18 U.S.C. §1341,1343,1346,1349)；後者則係受聯邦補助之賄賂罪中的收受賄賂罪(§666(a)(1)(B))及交付賄賂罪(§666(a)(2))
。
    就賣官部分來講，這樣的起訴罪名及法條適用可能讓我國檢察官大呼意外，但在美國，此種起訴模式並非特例。美國聯邦檢察官常常基於聯邦管轄權、證據方面或其他方面之考量，而將貪污案件訴諸於組織犯罪法(Racketeering Influenced and Corrupt Organization Act，簡稱RICO)、郵電詐欺罪(mail and wire fraud)這兩個之罪名
。而前聯邦檢察官Rakoff就曾表示:對於偵辦白領犯罪的檢察官來說，郵電詐欺罪為「真愛」，共謀罪則為其「甜心」
。因為郵電詐欺罪及共謀罪都具有高度適應性(也可以說是開放性)，在聯邦檢察官偵辦貪污案件時，無異是一大助益。此種在罪名適用上之特殊情形，是在我們在欽羨美國貪污案件的高定罪率時，仍必須要加以注意的
。
二、郵電詐欺罪及共謀罪之介紹
(一)郵電詐欺罪(18 U.S.C. §1341,§1343,§1346)
1.構成要件
        一般來說，郵電詐欺罪是美國聯邦檢察官最喜歡使用之罪名，除了它並不要求犯罪結果之實現之外，檢察官必須證明的構成要件亦相當簡單:第一，詐欺之犯罪計畫(scheme to fraud)；以及第二，利用郵件或州際電信通訊來促進(in furtherance of )該犯罪計畫
。另外，美國實務界在第一個要件之下，另發展出其他子要件之要求，一是重要性(materiality)，即必須是對重要事實的不實陳述或隱瞞
；一則是必須具備詐欺之意圖(intent to fraud)
。
          而所謂的「詐欺計畫」非常具有延展性，經過法院的擴大解釋及國會的修法擴張，法院透過此要件，得以決定在商業、公眾或私生活領域裡，何種的不公平或有疑問的行為係非法。事實上，其適用範圍已經難以表列，不只包含所有的消費詐欺、股票詐欺、保險詐欺及商品詐欺外，甚至延伸到勒索、仿冒、選舉舞弊及賄賂案件
。透過「詐欺」概念的不斷發展(尤其是「對誠實服務之權利」此一概念)，郵電詐欺罪變成處理新社會亂象時，常用的權宜之計。
       郵電詐欺罪也可以幫助聯邦檢察官以組織犯罪法起訴被告，因為此罪屬於組織犯罪法所列舉之犯罪類型。也因為上開這些原因，郵電詐欺罪遂成為聯邦檢察官起訴貪瀆案件時，常用的罪名之一。
       最後，值得一提的是，郵電詐欺罪之法定本刑為20年以下有期徒刑，較諸聯邦法規明定的聯邦貪污罪更重。
2.誠實服務理論之發展
        為了打擊州政府官員及地方官員的貪瀆情況，聯邦檢察官創造出「誠實服務」(honest service)理論。質言之，得做為詐欺之標的者，除了典型的金錢或股票等有形財產之外，甚至還包括公民對於誠實服務的無形權利(intangible right of honest services)。此時的詐欺手法，係「未能向公民揭露其貪腐之行為」，故反面言之，如果被告曾向公眾揭露其貪瀆之行為，則無詐欺之存在，即不能成立郵電詐欺罪。而且，在此見解之下，檢察官無須證明政府或公民有因被告之隱瞞行為而受有財產上或金錢上損失，因為此時詐欺之標的為公民所享有之誠實服務之權利，被告違背其義務而向公民隱瞞其貪瀆犯行，此種誠實服務權利之損失，本身就足以為詐欺標的。
       此見解一直為聯邦巡迴上訴法院所普遍接受，誠實服務理論甚至進一步擴大適用到私人公司的員工身上。直到1987年，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McNally案中
，認為誠實服務理論甚至容許聯邦檢察官追訴州及地方官員的某些政治資助計畫，而這些計畫其實是不違反州法的，與其讓郵電詐欺法的範圍過於模糊且使聯邦政府干預州政府的政治道德標準，最高法院寧可採取較為限縮的看法，將郵電詐欺罪之適用標的限於財產(property)，原本檢方所據以起訴州及地方官員貪瀆案件之誠實服務理論，此時被屏棄不用。
       嗣後，在1987年的Carpenter
一案中，雖然最高法院將上開財產的觀念擴大到包括無形財產(intangible property)，但仍不包括前述的誠實服務權利。
       最後，美國國會為了推翻最高法院在McNally案之見解，遂於1988年通過§1346的立法(18 U.S.C. §1346 )，明定對於誠實服務的無形權利亦屬詐欺之標的之一
。但立法者並未同時就「誠實服務」為定義，從字面上來看，幾乎所有的公務員都可能因為未揭露一些選民想知道的事(像是推動法案的動機)而被起訴。儘管其外延相當模糊，在過於模糊而違憲的質疑聲中，此條文仍得到法院的支持
。不過何謂「誠實服務」，各個聯邦上訴巡迴法院間之見解仍然互相歧異，有的選擇回到以前的舊見解，有的則試圖找到新的解釋方式。
       這樣的似乎無窮的延展性，也被批評過於廣泛和模糊，認為:郵電詐欺罪可能被用以起訴那些雖然冒犯到聯邦檢察官的道德觀或美學觀，但行為者並無法合理預期將成立聯邦重罪之行為
。
(二)共謀罪(CONSPIRACY)
1.共謀罪之立法基礎
          論者認為共謀罪之所以必須加以處罰之原因係:共謀會造成犯罪的專業分工及規模經濟；且共謀者之間會形成身分識別上的認同，這種認同會鼓勵犯罪，使犯罪者間之結構更緊密；以及在犯罪得早期階段就加以剷除等
。
2.構成要件
共謀罪此一立法類型在美國聯邦法規中甚為常見，例如:共謀郵電詐欺罪(18 U.S.C. §1349)、共謀違反霍布斯法案罪(§1951) 、共謀違反組織犯罪法(§(1962(d))、共謀洗錢罪(§1956(h))、共謀販賣毒品罪及共謀輸入毒品罪( 21 U.S.C. §846,§963)。但一般性的共謀罪規定，則係第18卷第371條之共謀罪。因其犯罪構成要件大致雷同
，以下茲以第371條之共謀罪為中心，略述其要件。
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71條規定:「2名以上之人，無論以何種方式或出於何種目的，共謀觸犯對美國或其所屬機關之犯罪，或對美國或所屬機關為詐欺，且其中一人以上已為任何為實現共謀目的之行為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科或併科本卷所定之罰金。如共謀所欲犯之罪僅係輕罪(misdemeanor)者，對共謀罪之處罰不得超過該所欲犯之輕罪之刑度。」
由此可知，共謀罪並不要求必須產生犯罪結果，其構成要件相當簡單，除了被告必須係明知且自願地參與共謀外(knowing and voluntary participation)，另僅要求:數人間達成追求非法目標之協議(agreement to achieve an unlawful objective)，以及一個促進共謀協議內容的外在行為(an overt act in furtherance of the conspiracy)。略述其內容如下:
(1)追求非法目標之協議
首先，必須有追求非法目標之協議，依其目標之不同，又分成兩種:「犯罪」或「詐欺」。兩者間並不互斥，適用範圍可能重疊，此時檢察官有相當的裁量空間可以決定以何罪名起訴
。不過此兩者間之關係，究竟是屬於兩個不同之罪名，抑或是同一罪名下的不同犯罪態樣，美國聯邦巡迴上訴法院間有不同之見解
。倘若在一個共謀協議中，約定從事數個犯罪行為，則仍僅成立1個共謀罪
。
這邊所謂的「詐欺」之範圍又比普通法上的詐欺更廣，不只包括欺騙美國政府之金錢或財產，甚至包括以任何詐欺或不誠實之方法(即便這樣的方法並不違法)干擾或阻礙美國政府之法定功能
。而賄賂政府官員以影響政府機關之事務，在實務上已被承認係屬於詐欺的一種類型
。因詐欺範圍有過濫之虞，批評的意見認為應當將共謀罪之目的限縮在犯罪行為
。
            依美國聯邦第2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共謀之存在，以及特定被告是否參與此共謀，得完全憑情況證據(Circumstantial evidence)加以認定。甚至共謀的協議，得僅證明至參與者彼此之間默示的了解(tacit understanding)即可，無須證明到有明示的協議存在
。
            如在共謀者為助長共謀的外在行為之前，或是在共謀目的之犯罪完成前，協議之一方可以撤回共謀而免除其刑事責任。如係從事共謀目的相抵觸的積極行為(例如向所有共謀者告知其退出，或是向執法單位檢舉該犯罪計畫)，且該積極行為為其他共謀者所認知，亦屬撤回共謀。但單純的不作為，則非撤回。

            如共謀所協議之犯罪計畫，在客觀上已不可能完成(例如:不知販毒集團之毒品已被查獲，而仍與該集團內之成員協議代為販售)，仍不影響共謀罪之成立。例如：在1996年聯邦第2 巡迴上訴法院所審理的Wallach案中
，被告Wallach告知W公司其將被任命在司法部任職，並表示其在擔任公職期間繼續為W公司遊說，雙方遂締結了一個顧問契約，約定被告須幫助W公司銷售物品予美國聯邦政府，W公司並在事前預付了價金(公務員為影響政府決策而收受金錢係違反18 U.S.C. §206)。雖然最終被告並未在司法部任職，而無法以§206起訴，但檢察官仍以共謀罪起訴。被告以其最終並未獲得任命，「結果不可能發生」，為其抗辯理由，但為聯邦第2巡迴上訴法院所不採。
(2)促進共謀計畫的外在行為(overt act)
            除了上開的協議之存在外，仍必須進一步有外在行為。此外在行為，並不要求其為共謀目的之實體犯罪，甚至不要求其為犯罪行為
。例如:一通電話、一個約會、一份郵件，任何表面上看似無辜但卻能促進共謀計畫的行為，均包括在內。因為此要件極容易證明，論者遂批評共謀罪係單純處罰邪惡的思想及念頭
。
3.共謀罪在美國實務上的運作
    基本上，共謀罪在美國實務上對於檢方有許多的便利性，主要可以反應在下

列五方面:
(1)傳聞法則的例外
           共謀罪之共犯在法庭外之陳述，根據聯邦證據規則之規定，只要具備下列兩個要件，即不適用傳聞法則:第一，法院以優勢證據(by a preponderance of the evidence)認定陳述者為共謀罪之共犯。第二，其陳述係在共謀之過程中所做成，並且係助長該共謀計畫。

(2)擴大被告之刑事責任
           被告一旦遭起訴共謀罪，其不僅要為其自身所為之犯行負責，而且必須為其他共謀者為助長共謀之犯罪計畫且為其可合理預見的所有實體犯罪負責(美國稱之為Pinkerton liability)，即便被告根本不曉得這些實體犯罪之存在
。
            而且，在共謀罪之案件中，一旦陪審團認定被告確實觸犯起訴的共謀罪中所涉及的「一部分」輕微罪名時，傾向於認定被告必定與檢察官所指稱的共謀罪「全體」犯行有關。

(3)合併審理(joinder)
           當多個被告同時觸犯多個犯行時，以一個共謀罪起訴，是比較容易符合合併審理之基準
。而合併審理能使檢察官在舉證上較有效率及較佔優勢，而且可以更全面地展示其犯罪計畫。
(4)管轄權(venue)
           以共謀罪起訴時，共謀協議之發生地及外在行為發生地之法院，均有管轄權，使得聯邦檢察官較容易向法院證明其起訴符合管轄規定。
(5)追訴權時效(statute of limitation)
           在聯邦法規內，非死刑案件之罪名之追訴權時效原則為5年
，故共謀罪之法定追訴權時效為5年，但其期間係自最後一次助長共謀計畫之外在行為發生時起算。

三、結論
    我國刑事訴訟及刑法之基本法制係師法德國，近年來，雖然自美國引進證據法則、交互詰問、認罪協商等重要制度，但仍無法拉攏兩國法制在基本面上的基因差異。在先天基因差別過大的情況下，要做法制的比較、甚或移植，就需要格外小心，否則容易畫虎不成反類犬。
    就貪污案件來講，在實體面上，聯邦檢察官針對貪污案件所適用罪名之開放性，非台灣所能比擬。在此背景之下，不難理解美國檢察官在實體刑法上的辦案環境，自有其較為有利(但未必即較為優越)之處，此乃我國欲興革制度之前，所不可不察。
陸、美國審前羈押制度概述
一、研究動機
    在我國檢察官對政治人物之貪污案件進行一連串的偵查作為，並紛紛向法院聲請羈押獲准後，社會上開始出現一些批評聲音，其中針對偵辦中個案而為之批評暫且不論，批評者對於我國的羈押制度，亦多有不滿，例如：偵查中羈押違反無罪推定原則、羈押事由之範圍過廣、法定羈押期間過長等等。這些對我國羈押制度之批評，或是出於對法律之誤解，或是出於政治人物勿傷其類心態下的反撲，當然，也可能是以人權保障者自居之知識份子的深刻反省。在進一步下定論之前，如果以比較法的角度，對於外國法制有所了解，相信對於我國羈押制度之良窳，乃至於日後改革方向，應有相當助益。故筆者特撰此文，就美國審前羈押制度(pretrial detention)作一介紹
，期能增廣討論者之視野，並收拋磚引玉之效。
二、審前羈押之程序
    關於審前羈押之主要法源，係1984年之保釋改革法(Bail Reform Act of 1984，下稱保釋改革法，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1條以下)。茲略述審前羈押之程序如下:
(一)首次出庭應訊
    美國之重罪案件(Felony，指最重本刑為死刑或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通常係以逮捕做為刑事訴訟程序的開端。遭到逮捕之嫌犯，接著會被帶到治安法官(magistrate)面前，作首次出庭應訊(initial appearance)，由法官決定予以審前羈押或是審前釋放(pretrial release)。
    審前釋放之方式包括交保(execution of an unsecured appearance bond)、具結釋放(release on personal recognizance，指被告簽名具結擔保其日後將如期出庭)或是附條件釋放(released on a condition or combination of conditions，指附加1個或數個條件後予以釋放，例如:繼續工作、責付特定人管束、戒酒或戒毒命令、宵禁等等)。同時，法院應命被告於獲釋期間內不得再犯他罪，以及於必要時配合採集DNA樣本。
    另外，有所謂暫時性羈押(temporary detention)，乃針對因前案而受附條件釋放、緩刑或假釋中之被告，或是不具美國公民或永久居民身分之被告，如有羈押之必要，法院可裁定予以暫時性羈押(以10天為限)，並通知各該管法院、主關機關或移民署。若各該管法院、主關機關或移民署並未決定接管被告，法院應再另行決定予以釋放或羈押。
(二)羈押聽證會

    在下列情形，法院應舉行羈押聽證會(detention hearing)，以決定是否有羈押之必要:(一)被告所犯罪名為死刑、無期徒刑之罪名，以及某些特定之重罪罪名
，可依檢察官之聲請而舉行聽證會。(二)被告極可能會逃匿、妨害或意圖妨害司法調查、對證人或陪審員不利或意圖對證人、陪審員不利者，法院可依檢察官之聲請或自行決定舉行聽證會。
    聽證會應在首次出庭應訊時立即舉行。但檢察官及被告、辯護人得請求延期審理，延期審理期間被告仍繼續羈押。 
    被告在羈押聽證會中，享有以下權利：(一)有委任律師為其辯護之權利，如無資力，法院應為其指定辯護人。(二)被告有權利為自己作證，並有權利提供證人或資料供法院調查，且有權對證人實施交互詰問。
    然而，證據法則在聽證會程序中並不適用。且法院僅須有「清楚而有說服力之證據」之支持即可裁定羈押。
    無論法院是否已經作成羈押與否之決定，只要聲請人發現舉行聽證會當時所不知且與羈押要件有重要關聯之資料，法院在審判前隨時得再次舉行聽證會。
    此外，審前部門(pretrial services)之官員亦提供大量之協助，該部門負責蒐集、確認審前羈押有關之資料，向法院作成報告，並得就羈押或釋放做出建議。並負責管束釋放之被告。審前釋放中之被告如有明顯之不當行為，亦由該部門負責向法院及檢察官報告。
二、羈押之要件
（一）羈押的要件
      保釋改革法係以審前釋放為原則，除非所有之釋放的方式均不能「合理地擔保被告將如期出庭」或是釋放被告將「危害他人或社會之安全」，否則不能裁定羈押。
      由上開要件可知，保釋改革法兼採預防性羈押(preventive detention)之制度。事實上，保釋改革法之所以產生，正是美國國會針對審前釋放中再犯之社會問題，所做出之回應。而此預防性羈押之規定，亦經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SALERNO案中(UNITED STATES v. SALERNO(1987))，認定不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及第8條，而確定其合憲性。而根據美國司法統計局之資料，比較立法前後1年的羈押情形，發現1983年有24%之被告遭審前羈押(其中2%係直接裁定羈押，另有22%係因覓保無著)，1985年則有29%之被告遭羈押(其 中直接裁定羈押者有19%，覓保無著者10%)
。
（二）羈押要件之推定

      倘本案所涉罪名為第3142條第(f)項第(1)款所定之罪(即最重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罪，或為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暴力犯罪或管制物品犯罪，或之前曾因上述類刑之案件遭判決有罪2次以上而今又觸犯最重本刑1年以上之重罪，詳參註3)，則在具備下列3個條件時，自動推定在本案中釋放被告將「危害他人或社會之安全」:1.被告先前曾因前述類型案件遭判決有罪；2.前案係在審前釋放期間內所犯；3.且自前案判決有罪之日或服刑後釋放之日起，至今未滿5年者。
      另外，如本案所涉及罪名為涉及管制物品法或管制物品進出口法所定最重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某些類型之暴力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最重本刑為2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販賣人口罪、或被害人為未成年人之某些類型犯罪，且法院認為本案係有合理根據支持時，自動推定所有之釋放的方式均不能「合理地擔保被告將如期出庭」或是釋放被告將「危害他人或社會之安全」
。
  然上開情形均僅係推定，被告仍得舉證推翻之。
（三）認定羈押要件之參考因素
      根據保釋改革法之規定，法院在做成羈押裁定前，應考慮下列因素:犯罪之本質及犯罪之情狀(如:是否為暴力犯罪、恐怖活動、對未成年人犯罪、或涉及武器等)；對被告不利證據之多寡；被告之素行(包括被告之人格、身心狀況、家庭聯繫、財力、工作、與社區之緊密程度、犯罪紀錄、有無酗酒或吸毒、前案之出庭情形、是否交保、假釋或另因前案而審前釋放中)；釋放被告可能對他人或社會造成之危害等。
三、救濟程序
    被告如對於羈押之裁定不服，得向其所犯案件有原始管轄權之法院，聲請撤銷該裁定，法院對此聲請應即時裁定。如係審前釋放之裁定，檢察官亦得向法院聲請撤銷該裁定；被告亦得聲請修正釋放之條件。對羈押或釋放之裁定不服者，亦得對之提出上訴。
四、羈押之期間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6條賦予人民有受迅速審判之權利。1974年迅速審判法(Speedy Trial Act of 1974，下稱迅速審判法)則就起訴、開始審判之時間加以規範。一般而言，案件須在被告遭逮捕或收到傳票之日起30天內起訴(indictment or information)，如被告不認罪，法院並應在訴訟繫屬之日起或被告首次出庭之日起70天內開始審判(18 U.S.C. 3161(b),(c))。
    如逾上開期間仍未起訴，法院得駁回檢方的控訴書(complaint)。如係於上開期間仍未開始審判，被告得請求法院駁回起訴。法院在駁回檢方的控訴書或起訴時，應考量綜合犯行之嚴重性、再行起訴之影響等因素。
    但是，同時也有許多例外之正當遲滯原因，不需列入上開期間計算(18 U.S.C. 3161(h))。包括:(一)因與被告相關之其他程序產生之遲滯(例如:因檢查被告身心狀況是否具有受審、被告另案涉訟、被告提起中間上訴、案件移轉管轄、運送被告之在途期間、法院審議認罪協議)；(二)檢察官為觀察被告是否表現良好而暫緩起訴所生之遲滯(此必須經雙方以書面協議，並經法院認可)；(三)因被告、重要證人拒不出庭或行蹤不明而生之遲滯；(四)因被告身心狀況無法受審而生之遲滯；(五)先前之起訴，因檢察官之聲請，而由法院逕予駁回後，自駁回起訴之日起至追訴權時效恢復進行之日止，此段期間不列入計算。(六)因追加被告而生之合理遲滯。(七)因法院決定延期再審所生之遲滯(法院必須說明此時係因正義之追求較迅速審判更重要之理由)。(八)因向外國請求協助取得本案相關之證據，經法院同意後，因此所生之遲滯無須列入計算(但不得超過1年)。
    就僅因候審而在押之被告，迅速審判法規定必須在羈押之日起90天內開始審判(18 U.S.C. 3164)。惟上開之正當遲滯原因，亦不需列入計算。如因非可歸責於被告及辯護人之原因而逾90天仍未開始審判，法院應自動重新審查，改以附條件釋放，不得繼續羈押。依美國實務之見解，違反90天之羈押期限規定僅須釋放被告，被告尚不得據以向法院請求駁回起訴。

五、審前羈押之實務運作情形
(一)聯邦法院運作情形

   　在聯邦法院於2004年所審理之案件中，有40%之被告在審前獲釋(換言之，有60%之被告遭羈押)。獲釋比率最高者為財產犯罪(75%)，最低者為非法移民案件(7%)。
　　　以罪名區分，在程序中曾經被羈押之前三名案件類型為:非法移民(98%)、毒品(85%)、暴力案件(83%)。
   　毒品案件之獲釋率為39%。而在暴力犯罪案件中，強盜案件之獲釋率為17%，妨害性自主案件則為58%。
   　暴力案件有69%曾進行羈押聽證會，其中有79%最後被裁定羈押。
   　釋放後違反釋放條件之比率為20%，其中武器案件（34%）及毒品案件（29%）之被告較容易違反釋放條件。
　　　以羈押之平均日數排序，依序為：暴力案件（118天）、毒品案件（89天）、武器案件（87天）、非法移民案件（61天）、公共秩序案件（54天）、財產案件（50天）。
(二)州法院運作情形

1.審前釋放率
        以美國最大的75 個郡之重罪案件(Felony，指最重本刑為死刑或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為例，在2002年，62%的被告在終局裁判前被釋放(pretrial release)；換言之，有38%之被告在裁判前是遭到羈押。其中，暴力犯罪之釋放率為55%，公共秩序案件及毒品案件之釋放率為66%。
        而暴力案件中，謀殺案件之釋放率為8%，暴行攻擊(assault)之釋放率則為62%，妨害性自主及強盜案件之釋放率則分別為55%、42%。
        在財產犯罪案件中，夜間破門竊盜(burglary)及汽機車竊盜之審前釋放率分別為49%、44%。詐欺案件為80%，偽造文書(forgery)及一般竊盜(larceny/theft)均為64%。
        毒品案件中，販毒案件之審前釋放率為65%，其他毒品案件則為68%。公共秩序案件中，駕駛相關案件之釋放率為70%，武器案件為68%，其他公共秩序案件為67%。
        而被羈押的38%被告當中，除了謀殺案件有49%是直接裁定羈押外，其他案件部分則有高達6分之5係因無法籌措足額之保釋金而遭羈押。總體而言，有6%的被告曾聲請交保，然遭法院駁回。
        全體被告當中，有34%係交保釋放。而非屬交保的”有條件釋放”則佔28%，其中具結釋放為14%，有條件釋放為11%。
2.交保金額
        交保之被告，其中超過一半以上，法院所要求之交保金額係在1萬美元以上，5分之1是在5萬美元以上。
        暴力犯罪案件及謀殺案件，分別有35%及83%之保釋金係在5萬美元以上，妨害性自主案件及強盜案件則分別有44%、41%須以5萬美元以上之金額交保。
        其他案件類型之交保金額超過5萬美元者，夜間破門竊盜和汽機車竊盜均有20%，販毒案件為22%，武器案件和駕駛相關案件則分別為20%、17%。
        羈押被告之平均保釋金額為83300美元，而獲釋被告之平均保釋金額則為15200美元。謀殺案件中遭羈押被告之平均保釋金額為620900元，乃所有類型中最高者。
        平均有51%被要求交付保釋金之被告，最終能付出保釋金而獲得釋放。保釋金額在5千元以下者，有74%之被告能夠獲釋。保釋金額在5萬元以上者，僅有16%能夠支付保釋金。

3.逮捕至交保時間
        所有審前獲釋之被告中，有48%是在逮捕後1天內即獲釋。73%是在1周內獲釋。90%的被告係在1個月內獲釋。
        在1天內獲釋者，大部分為公共秩序案件(56%)及財產案件(55%)，毒品及暴力案件分別僅有44%、43%能在1天內獲釋。

4.犯罪前科紀錄與獲釋之關聯性
        法院在審酌是否審前羈押被告時，主要是考量其日後是否會如期出庭及有無再犯之虞而定。
        未曾受有罪判決之被告，其獲釋率高達76%。曾受有罪判決者，則為52%，其中，僅受1次有罪判決者，其獲釋率為63%，5次以上者為44%。
        前案繫屬中或假釋、緩刑中之被告，其獲釋率僅有43%，相對於無此紀錄者，其獲釋率達69%。其中，有尚未判決之前案者，其獲釋率為54%。緩刑中之被告，其獲釋率為44%，最低者為假釋中之被告(31%)。
        之前從未遭到逮捕者，其獲釋率為77%；若曾經被逮捕，獲釋率則僅有57%。如果之前曾遭逮捕，但在前案中均有如期出庭，其獲釋率可提高至65%；如前案中曾有未到庭紀錄，獲釋率僅有49%。如前案係重罪之判決，獲釋率為48%；如係輕罪判決，則為65%。
5.獲釋後之行為
        獲釋之被告有38%獲釋後有不當行為，包括再度犯罪、未如期出庭或違反釋放條件。其中，獲釋之被告有22%係未能如期出庭，18%則係在獲釋後又犯案。
        以犯罪領域區分，不當行為率由高至低為:毒品案件(44%)、財產犯罪(34%)、公共秩序犯罪(29%)及暴力犯罪(22%)。
        以罪名區分，不當行為率由較高者為:夜間破門竊盜(39%)、販毒(38%)及汽機車竊盜(38%)。較低者為妨害性自主(16%)、暴行攻擊(21%)謀殺(23%)及詐欺(23%)。
六、兩國羈押制度比較(代結語)
    由上開說明可知，美國聯邦審前羈押性質上亦屬偵查中羈押，與我國相同。且保釋改革法雖然規定審前釋放為原則，但依據實證研究，一般來說，美國之平均審前羈押率頗高
。惟兩國制度仍有下列之顯著不同:
（一）羈押事由不同
      美國保釋改革法所明定之羈押原因為:所有之釋放的方式均不能「合理地擔保被告將如期出庭」或是釋放被告將「危害他人或社會之安全」。前者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1款所定之「逃亡或有事實足認有逃亡之虞」雷同，後者則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1之1條之功能相似。
      成問題者，在於我國刑事訴訟第101條第1項第2、3款之「有事實足認為有湮滅、偽造、變造證據或勾串共犯或證人之虞者」、「所犯為死刑、無期徒刑或最輕本刑為5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者」兩項羈押原因，似為美國所無。 雖然，保釋改革法雖未將此兩者列為羈押事由，然由下列兩點觀之，兩國制度在相當程度下，仍有異曲同工之處:
     1. 量刑改革法就某些類型之罪名，係自動推定其具備羈押要件(詳前二、(二)所述)，明顯帶有重罪羈押之色彩。我國雖以重罪為羈押事由之一，而未如美國量刑改革法設有舉證推翻之規定，然在我國，在羈押原因之外，尚須「有羈押之必要」，是被告仍可舉證其並無羈押之必要，如其舉證成功，結果與量刑改革法之舉證推翻規定並無重大差異。如由兩國之規範方式來比較，我國之規定對被告更加有利，詳言之，羈押之必要性係由檢方負舉證責任，如檢方未能成功舉證說服法院，羈押要件即有欠缺，無待於被告之舉反證，被告方面雖亦得舉證本案欠缺羈押必要性，然此僅係「舉證必要」此一層次之問題，嚴格來說被告對此並不負舉證責任，反觀美國，其一旦推定羈押要件之存在，反而係由被告負舉證責任，如被告未能舉證推翻此一推定，必須蒙受程序上之不利益。另外，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3項亦有與我國刑事訴訟法類似之重罪羈押規定，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已透過合憲性解釋之方式，將其適用範圍限定在:在本條第3項的重大犯罪有急迫嫌疑時，只有當逃亡或調查工作難以進行之虞的羈押理由成立時，方得實施羈押；但是在認定這些羈押理由之成立與否時，並不需像同條第2項那麼嚴格的要求，而只需要稍微輕度的逃亡或使調查工作難以進行之虞即可
。這樣的見解值得我國實務參考，事實上，我國檢察官亦鮮少僅以重罪作為羈押之唯一理由，聲請羈押之理由中通常會伴隨有串證之虞或逃亡之虞，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不謀而合。
      2.被告妨害或意圖妨害司法調查及對證人不利，乃召開羈押聽證會之事由，此規定之目的應係為發現真實，與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1條第1項第2款串證之虞之規定，其出發點應係相同。又發現真實乃刑事訴訟制度之重要目的之一，美國亦不例外，針對人證及被告供述的部分，其透過威力強大(尤其是與我國相較下)的偽證罪、藐視法庭罪、不實陳述罪來追求人證之真實性。而我國受儒家所提倡之「父為子隱，子為父隱」觀念影響，證人基於親情、雇傭或利害關係而蓄意隱匿者甚多，更需要能促進證人真實陳述及防止證人偽證之工具，在我國擁有如同美國一般的偽證刑罰之前，以串證之虞作為羈押事由，應仍屬促進真實發現所必要。而德國刑事訴訟法迄今仍設有此一羈押事由，亦可徵其必要性。故尚難認我國之羈押事由過濫。
（二）羈押期間不同
      美國之法定羈押期間僅有90天，並未將偵查中及起訴後之期間分開計算，故其羈押期間似乎較我國為短。但其享有諸多的正當遲延事由，不需列入羈押期間計算。
        而因上開90天之羈押期間係檢審共用，有如前述，故事實上具有規制偵查中羈押期間之效果者，反而應係第3161條第b項之30天起訴期間之規定。但此30天起訴期間之設置，係著眼於憲法上迅速審判之要求，避免被告受到程序之不當折磨，與羈押期間之立法目的顯然不同，故不能逕將該30天之期間等同於我國之偵查中羈押期間，而進一步認為我國之羈押期間過長，蓋因兩國之刑事訴訟制度多有差異，不宜遽予類比。
      與我國刑事訴訟制度類似之德國，其羈押期限為6個月，而在有管轄權之羈押法官認為有繼續羈押之必要時，或當檢察機關提出聲請時，得經由檢察機關將卷宗提交邦高等法院(或聯邦最高法院)決定之
。是故，亦難認我國之偵查中羈押期限過長。

（三）羈押程序不同
在做成羈押決定之前，法院應舉行羈押聽證會，被告並有提出證據及交互詰問之權利。法院且有審前部門做成之報告可供參考。是美國之羈押程序顯然較我國嚴密，具有促進羈押裁定之正確性以及兼顧正當法律程序之效果，頗有參考之價值。
柒、重罪羈押規定之合憲性—以美國聯邦法為中心
一、研究動機
　　我國刑事訴訟法重罪羈押規定之合憲性，最近成為社會關心的議題之一，要尋找出較正確的答案，除了必須考量我國法律規定及實務運作面以外，以比較法的觀點來印證（或駁斥）某些觀點亦甚為必要。
　　例如，德國刑事訴訟法第112條第3項亦有與我國刑事訴訟法類似之重罪羈押規定，然而德國聯邦憲法法院已透過合憲性解釋之方式，將其適用範圍限定在:在本條第3項的重大犯罪有急迫嫌疑時，只有當逃亡或調查工作難以進行之虞的羈押理由成立時，方得實施羈押；但是在認定這些羈押理由之成立與否時，並不需像同條第2項那麼嚴格的要求，而只需要稍微輕度的逃亡或使調查工作難以進行之虞即可
。這樣的見解值得我國實務參考，事實上，我國檢察官亦鮮少僅以重罪作為羈押之唯一理由，聲請羈押之理由中通常會伴隨有串證之虞或逃亡之虞，與德國聯邦憲法法院之見解不謀而合。
　　而在德國之外，美國聯邦1984年保釋改革法（以下稱保釋改革法）雖未如同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00條第1項第3款設有重罪羈押的規定，但量刑改革法就某些類型之罪名，係自動推定其具備羈押要件（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2條(e)項，姑且稱之為重罪推定規定），明顯帶有重罪羈押之色彩，算是重罪羈押規定的「精緻變體版」，所謂「精緻」是指其係各別詳列重罪罪名，而非如我國係以法定刑度為重罪認定的唯一標準；之所以稱為「變體」則是因為美國聯邦法係以推定具有逃亡、危害社會之虞的方式加以規範，而非將重罪單獨列為羈押要件。而針對系爭重罪推定規定的合憲性，美國聯邦法院曾有多次討論，因國內關於此方面之文獻資料較少，故特此為文介紹之，期能對於釐清我國重罪羈押之合憲性爭議，有所幫助。
二、美國聯邦法中之重罪推定規定
　　倘本案所涉罪名為第3142條第(f)項第(1)款所定之罪(即最重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之罪，或為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暴力犯罪或管制物品犯罪，或之前曾因上述類刑之案件遭判決有罪2次以上而今又觸犯最重本刑1年以上之重罪
)，則在具備下列3個條件時，自動推定在本案中釋放被告將「危害他人或社會之安全」:1.被告先前曾因前述類型案件遭判決有罪；2.前案係在審前釋放期間內所犯；3.且自前案判決有罪之日或服刑後釋放之日起，至今未滿5年者。
　　另外，如本案所涉及罪名為涉及管制物品法或管制物品進出口法所定最重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某些類型之暴力犯罪、恐怖活動犯罪、最重本刑為2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販賣人口罪、或被害人為未成年人之某些類型犯罪，且法院認為本案係有合理根據(probable cause)支持時，自動推定所有之釋放的方式均不能「合理地擔保被告將如期出庭」或是釋放被告將「危害他人或社會之安全」
。
　　然上開情形均僅係推定，被告仍得舉證推翻之。系爭重罪推定的規定，僅是對被告科以「舉證責任」(burden of production)
，「說服責任」（the burden of persuasion）
仍在檢方
。如被告未提出任何證據駁斥該推定，該推定本身即足以支持羈押的決定
。如被告舉證反駁，該推定並非即完全不存在，而是與第3142條(g)項的決定要素一起被列為考量釋放與否的要素
。
　　被告所負的舉證責任並不重要，要反駁該推定，被告所提出之證據並不需要否定其涉犯的罪行，亦不需要否定國會據以立法的一般基礎事實（例如，毒品犯罪者一般來說比較容易逃亡或再犯）
。被告只須提出證據證明：因為本案的特定起訴罪名或被告的特殊情狀，本案的情形應非國會所假設的一般情形
。被告所提出的反駁證據可以是關於第3142條(g)項所列情狀的證據（例如社會連繫、身心狀況等）
。
三、關於合憲性之實務判決
    關於系爭重罪推定規定是否合憲的爭議，主要是圍繞著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
的「正當法律程序」、第8條
的「禁止過高的保釋金」和第12條
「平等保護條款」等憲法上權利。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並未對此明確表示過意見，但在聯邦巡迴上訴法院及聯邦地方法院的層級則對此議題有多次的討論。
    首先，在保釋改革法完成立法之前，內布拉斯加州憲法針對某些類型性犯罪之被告特別規定不得予以交保，等於是一律推定性犯罪者應予審前羈押，且不得舉證推翻。對此，美國聯邦第8巡迴上訴法院在1981年的Hunt案中
，宣告其抵觸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而無效，但該判決嗣後為美國聯邦最高法院以被告Hunt已經判決有罪，對審前羈押已無訴之利益而撤銷
。
    美國聯邦第11巡迴上訴法院在1985年的United States v. Medina 一案中
，首先確認保釋改革法之重罪推定規定並不違憲。該案之犯罪事實為:被告Medina遭起訴意圖散布而持有8噸重的大麻，經聯邦地方法院之治安法官(magistrate)在首次出庭應訊時(initial appearance)命令交保，嗣後在預審聽證會(preliminary hearing)中，治安法官發現有合理根據(probable cause)推認被告涉犯重大毒品犯罪，檢察官遂對原釋放命令提出異議並聲請羈押被告，在立即舉行了羈押聽證會(detention hearing)後，基於法官已認定有合理根據支持檢察官的起訴，而該罪名依第3142條(e)項之規定係推定被告有逃亡之虞，被告復未能成功舉反證推翻此推定，治安法官因此為羈押之命令。被告先在地方法院聲請審查該羈押命令，遭地方法院駁回後，復提起上訴，其中一項上訴之主張即為上開重罪推定之規定違憲。但聯邦上訴法院並不認同被告之主張，認為:1.在確保被告不致逃亡之必要範圍內，確保被告審判中到庭的政府利益已經足以提供審前羈押充分的憲法上根據。2.上開重罪推定並不違反被告的憲法上權利，本案中的推定係因為治安法官認定有「合理根據」支持檢方的起訴罪名，而「合理根據」本身即已足以正當化審前羈押(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Gerstein v. Pugh一案中
表示:依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4條，「合理根據」為限制人身自由之必要條件)。3.退一步言，即便這樣的合理根據尚不足以提供本案預防性羈押充分的合憲性，有許多程序上保障的羈押聽證會也已經合乎憲法地保護被告，使其人身自由免於錯誤或不必要的剝奪。 

    同樣在1985年，美國聯邦第1巡迴上訴法院也在United States v. Jessup案件中
,確認上開重罪推定之規定並不違憲。在本案中被告Jessup遭起訴毒品罪，聯邦地方法院治安法官認為檢方有相當強的證據足以支持起訴罪名，依系爭重罪推定規定即推定其有逃亡及危害社會之虞，而被告復未能成功地提出反證推翻此推定，被告不服此羈押之決定而提出上訴，主張系爭重罪推定規定違反「正當法律程序」。上訴法院駁回其上訴，理由略以:1.在有高度逃亡之可能之場合，確保被告審判時到庭的政府利益已經足以對審前羈押提供正當基礎。國會在立法時所召開之聽證會，確實有證據顯示毒品罪犯有高度之逃亡可能，此證據足以支持國會制定系爭條文。2.系爭重罪推定規定並未提高錯誤羈押之可能性，因為此規定只有在有「合理根據」足以認定被告涉犯重罪時方有適用，被告亦可提出反證，且羈押程序中另有受律師辯護、傳訊證人及交互詰問等程序性保障，足以保障被告。3.系爭重罪推定之規定並非適用在審判中，亦非用以推定某一重要的犯罪構成要件，而是適用在必須快速做決定的審前聽證會中，且其目的並非在懲罰被告，而是在確保訴訟程序的繼續進行。一般都承認在這樣的審前程序內對於被告的憲法保障不必像審判中那樣嚴格，檢方所負擔的舉證責任亦較輕，憲法對於起訴或羈押被告的確實性程度並不像將被告定罪那麼高。國會用以認定毒品犯罪者較可能逃亡此一結論的背景資料，的確是合憲地支持重罪推定的規定。
    馬里蘭州的美國聯邦地方法院也在1985年的Campell案中
，認為前揭重罪推定的規定並未違反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第8條的「禁止過高的保釋金」、第5條的「正當法律程序」和第14條的「平等保護條款」。該案中，被告Campell涉犯管制物品法中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而遭命令羈押，被告向地方法院聲請審查該羈押命令，主張其受憲法增修條文第5、8、14條保障之權利遭受系爭重罪推定規定侵犯。地方法院駁回其聲請，認定系爭規定合憲。其理由除援引上開Jessup案之判決外，又認為:1.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僅係限制保釋金不得過高，並非保障被告有交保之權利。2.最高法院早在Bell v. Wolfish一案
中即已明確表示：無罪推定原則係針對刑事審判中的舉證責任而言，在審前羈押程序並不適用。因此，系爭重罪推定規定並不違反正當法律程序。3.從立法過程以觀，著眼於保護社會之正當利益，國會確實有充分依據認定某些毒品犯罪有逃亡或危害社會之虞，系爭重罪推定規定是合理的，並不違反平等保護條款。
    美國聯邦第7巡迴上訴法院緊接著在1987年，在United States v Pipito一案中
，被告Pipito遭起訴多項毒品罪名並遭命令羈押，被法院判處累計171年的徒刑，被告提起上訴的其中一個理由，是主張第3142條(e)項之規定違憲，但上訴審引述前開Hunt案中聯邦第8巡迴上訴法院之見解， 認為只要是理性、合理又不帶偏見地行使立法權力，國會和州均得合理地就某些類型案件中被告的保釋權利為規制。又認為保釋改革法中的推定，係可以舉反證推翻，而非如同Hunt案中的內布拉斯加州州法的不可舉證推翻，從立法過程可以發現國會已仔細考慮過為何予以推定的理由，從而認定重罪推定的規定並非恣意或不合理的。最高法院既然已經在Carlson案件
中承認國會得立法禁止死刑案件的被告交保，前揭重罪推定的規定，同樣是國會由國會賦予法院在某些情形下得享有拒絕讓被告保釋的權力，這樣的立法並不牴觸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
四、結論
　　從前述一系列的法院判決可以勾勒出一些合憲性的脈絡，首先，保釋的權利並非絕對，係以能確保訴訟程序的進行及他人安全為條件。但如果是將特定類型的重罪案件一律硬性排除在保釋範圍之外，而不得以反證推翻，是有違反美國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的疑慮。另外，國會在對特定類型之重罪賦予推定效果時，其據以作成此立法的基礎事實，如果可以將特定類型的罪名與逃亡之虞或危害他人、社會之虞作一合理的連結，亦屬合憲。

捌、審判中檢察官可否聲請羈押以及對於法官的羈押或釋放裁定可否提起救濟—以美國聯邦法為中心
一、概說
    美國之聯邦重罪案件(Felony，指最重本刑為死刑或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通常係以逮捕做為刑事訴訟程序的開端。遭到逮捕之嫌犯，接著會被帶到治安法官(magistrate)面前，作首次出庭應訊(initial appearance)，由治安法官命令予以審前羈押或是審前釋放(pretrial release)。
    對於法院之釋放或羈押命令，兩造均得向有管轄權之地方法院聲請審查(review)，請求撤銷該命令或修正命令之內容(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5條(a)項、(b)項
)。此時，檢察官如係在審判中聲請對釋放命令加以審查，並請求撤銷釋放命令，則其兼具有「審理中聲請羈押」及「對原釋放命令提起救濟」之性質。在此範圍內，「審判中檢察官可否聲請羈押」以及「對於法官的釋放裁定可否提起救濟」乃一體之兩面。(詳見二、所述)
    另外，檢察官如欲在審理中聲請羈押被告，除上開聲請對原命令審查之方式之外，倘被告在審理中違反釋放命令所附加之釋放條件，就此新發生之違反情狀，檢察官亦得聲請撤銷原釋放命令(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8條(b)項
)。(詳見三、所述)
    此外，對於與釋放或羈押相關命令(包括釋放命令、羈押命令，以及對當事人聲請撤銷或修正原命令之准駁等)之救濟，均可透過上訴(appeal)之方式加以救濟(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5條(c)項)。(詳見四、所述)
二、兩者重疊之部分:對羈押或釋放命令聲請審查
    做成審前釋放命令之法官得隨時修正釋放之條件
。對於釋放命令，檢察官或被告均得向有管轄權之地方法院聲請撤銷或修正釋放條件
。對於羈押命令，被告亦得請求法院撤銷或修正之
。對於羈押命令或釋放命令之審查應迅速做成決定
。
    當法院對於治安法官作成之審前釋放命令或羈押命令進行審查時，必須舉行第二次之聽證會，而且必須依其自行認定之事實重新(de novo)決定羈押或釋放
。
三、另一種審判中聲請羈押之途徑:違反釋放條件
    如被告在審理中違反釋放條件，檢察官得向地方法院提出動議，聲請撤銷釋放命令。法官並得對違反釋放條件之被告核發拘票。法院在舉行聽證會後，如認為:1.有合理依據足以認定被告在釋放期間內觸犯聯邦、州或地方刑罰法院，或是有清楚且有說服力之據證足以認定被告已違反任一釋放條件；且2.無任何之附條件釋放方式足以確保被告不致逃亡或對他人、社會造成危害，或被告不可能遵守任何之釋放條件時，法院得撤銷原釋放命令並命令羈押。

    至於聽證會之內容，則類推適用第3142條之規定，被告有機會在聽證會中為自己做證、提出證據，並有權知悉法院認定之事實及撤銷釋放命令之理由。

四、其他聲明不服之途徑:對法院命令單獨提起上訴或對有罪判決上訴時一併提出動議
（一）程序
      檢察官或被告均得對地方法院釋放或羈押之命令提起上訴。該命令無論係   

審判前、審判中或審判後所為；無論是准許或不准保釋；修正或拒絕修正先前

之命令；撤銷保釋；附加或未附加釋放條件等，均得做為審查之標的。

      如係對命令提起上訴，被告應在命令做成後10天內向地方法院提起上訴，檢察官則應在30天內提起
。如係對有罪判決提出上訴後，在上訴審對羈押命令或釋放命令提出動議，則無時間上之限制。
       對於羈押命令或釋放命令之上訴應迅速做成決定。因此，原則上並不要求當事人提出訴訟摘要。
        聯邦上訴程序規則(Federal Rules of Appellate Procedure)第9條之規定
，地方法院做成釋放或羈押命令時必須附理由，然所附之理由不得僅空泛地引用條文用語
。但就地方法院說明理由之方式並未加以限定，即便是羈押聽證會的筆錄，只要筆錄中顯示有清楚且法律上充分的基礎足以支持法院之決定，亦合乎聯邦上訴程序規則第9條之要求
。如地方法院未說明期作成羈押命令或釋放命令之理由，上訴法院通常會將案件發回地方法院， 要求地方法院補說明理由
。上訴人在提起上訴後，應儘快向上訴法院提  

出地方法院命令之影本及做成命令之理由，如係對命令據以做成之事實基礎有爭議，另須提出釋放程序之筆錄，如未能提出筆錄必須說明未能取得筆錄之理由。如已做成有罪判決，上訴人必須提出判決書影本。
（二）上訴審之審查範圍及標準
      上訴法院得以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要求之書面報告、宣誓書(affidavits)及書面紀錄做為決定之基礎，包括在地方法院未曾提出之新證據
。
      然就審查標準，則隨巡迴上訴法院之不同而有所變異，某些巡迴上訴法院係就法律問題及法律與事實混和之問題均係獨立地重新審查，但原則上不去更動地方法院之事實認定，除非事實認定有明顯錯誤
。某些巡迴上訴法院則對法律問題為獨立地重新審查，但對事實認定則係完全遵從地方法院之判斷
。(此點與前述地方法院為審查時之審查標準不同。)

玖、美國法庭實習活動概述

一、研究動機
今年稍早之前，在檢察官論壇上的先進們，就學習司法官訊問證人的程序合法性，有了一篇小小的論戰，惜因國內的法規、文獻及實務見解的匱乏，難以深入的討論，遑論獲致更進一步的結論。令人不解的是，在我國，學習司法官在偵查庭內參與訊問的情況並非罕見(甚至可說是常見)，但這樣普遍的生態，其合法性及正當性居然是一個接著一個的問號：它是增進我國檢察官素質所必要嗎?它是否需要有法律依據(或其他型態的法源依據)?它的法律效果如何(是否會影響程序合法性、影響自白或證言證據能力、或影響偽證罪之成立與否)又它應該有怎樣的限制? 
本人奉派至康乃爾大學法學院進修期間，發覺美國法學院有為數眾多的法律實務課程(clinic and externship)，其中「檢察官實務課程」(Prosecution Trial Clinic)甚至允許學生實際負責處理案件。與我國的情況相對比，在美國，僅僅具學生身分的人尚能光明正大地處理案件，而在我國，已經通過國家考試，而且已完成司法官訓練所第一階段及第二階段訓練之學習司法官，其從事訊問工作(或其他法官、檢察官的職務內容)之合法性反而妾身未明，當下甚覺諷刺。當然，兩國基本法制多有不同，未敢就制度優劣妄下定論，且因兩國基本法制(例如檢察官之產生方式、法學教育制度、刑事訴訟制度之構造、檢察官的訊問權限)多有不同，照抄美國的做法，也未必能直接解決台灣的問題。但不可諱言，美國相關制度中的一些思維，對於我國問題之解決，仍應有相當之啟發性。因此，遂藉著在上課及研究之外的一些時間，就手邊現有之資料，初步介紹美國相關制度及規定，期能對我國之學習司法官訓練制度之完善略盡棉薄之力。
二、美國之法律實務課程
(一)法律實務課程之歷史

在20世紀之前，美國境內的法學院尚未普遍，主要的律師來源，是所謂的學徒制度(apprenticeship)，也就是學徒透過向導師學習，研讀案例、教科書及觀察法庭活動的方式，來取得律師身分，許多有名的律師、法官及政治人物，都是循此管道而成為律師，例如:美國最高法院首席法官約翰馬歇爾(Chief Justice John Marshall)及有名的政治家亞伯拉罕林肯(Abraham Lincoln)、湯瑪斯傑佛遜(Thomas Jefferson)。
直到19世紀末，法學院如雨後春筍般大量產生，學徒制度逐漸被法學院所取代
。而教學方式也產生重大改變，法學院的主要授課方式為聆聽教授講課或閱讀指定之學術著作，1870年代早期，曾任哈佛法學院院長的藍岱爾(Landell)教授發明了所謂的「案件教學法」(case method)，並蔚為教學方式之主流，學生研讀篩選過的上訴審法律意見，以此方式學習法律。
    法實證主義(Legal Realism)在1920年代的興起，也衝擊了法學院的教學方式，論者認為案件教學法是有缺陷的，學生更需要了解法律及法律業在社會上是如何運作的，如能接觸到案件判決時所受的社會及精神壓力也是有益的，而法學院必須負擔起這樣的教學責任。1930年代的法律實務課程權威法蘭克法官曾指出：在案件教學法之下的學生，就好像立志作園藝學家的人只學修剪花木、建築師只學會看建築物照片及只看過填充玩具狗的育犬師。

    在1960年代起，得到了來自民間及官方的金錢贊助，法律實務課程開始蓬勃發展。根據統計，至1971年，全美有100法學院有個204個法律實務課程，有4000名學生及300名的教職員參與
。此時，相關立法的遊說活動也啟動了。美國法曹協會並在1969年公布了模範學生實務法(Model Student Practice Rule)，在1970年代為止，已有30個州以此為範本而制訂相關規定。今日，所有的州及大多數的聯邦法院都已經有大同小異之規定，允許選修法律實務課程的法學院學生在合格律師之直接監督下，可以代理當事人出庭。
(二)關於實習生執行法律業務之規定(以紐約州為例)
    以筆者所在之紐約為例，該州對於實習生之資格，規定在紐約州法令彙編第22卷第478條及484條。另外在第22卷第805條第5項(22 NYCRR §805.5)規定了可從事之活動，茲說明如下：
1.聲請之流程:
      所有州政府或其分支機構之官員、機關及法律扶助團體，得向法院之審判長聲請批准其等雇用或使用已完成兩學期以上學業之法學院學生或合格之法學院畢業生為實習生，在上開機關或團體之權限範圍內，執行法律業務。聲請書並須記載學生之姓名、地址，以及其等具有合格身分之事實，並附上品行端正及具備充分之法律專業能力之證明。
2.可從事之行為:
  已完成兩學期以上法學院課程之法學院學生，以及被指派為法律實習生的法學院畢業生，可從事下列行為：
(1)在上訴審中，得準備案件摘要和法律備忘錄。且經法院事先許可後，得在監督律師的立即監督下，在民刑事案件及訴訟中為辯論及提出動議。
(2)在刑事案件中，於初審法院(supreme court)
，在監督律師(按:此處所稱之律師，包括代表政府的律師，也就是檢察官)之「一般監督」下，得在提審（arraignments）、聲請交保（bail applications）、答辯（pleas）、量刑（sentencings）、初步聽證會（preliminary hearings）和判決後程序（postconviction proceedings）中執行法律業務，包括上訴。
(3)在刑事案件，於低級法院(inferior court)，在監督律師之「一般監督」下，得在提審（arraignments）、聲請交保（bail applications）、答辯（pleas）、量刑（sentencings）、初步聽證會（preliminary hearings）和判決後程序（postconviction proceedings）及僅涉及輕罪（misdemeanors and lesser offenses）之無陪審團審判中提供法律勞務。或在監督律師之「立即監督」下，在僅涉及微罪的陪審團審判中執行法律業務。
(4)在家事法庭中，在一般監督下，得就動議、不爭執程序（uncontested proceedings）提供法律勞務。在監督律師之立即監督下，得在爭執程序中就爭執事項執行法律業務。
(5)在繫屬於法院或政府機關之民事訴訟中，在一般監督下，得就動議及不爭執事項提供法律勞務。在立即監督下，得就爭執事項執行法律業務。 在聯邦法院或州法院、聯邦機關出庭時（appearances），應該遵守各法院及機關所定之規則。
(6)必要條件及限制。實習生至法院或政府機關出庭時，必須其所代理之人亦在場，且經監督律師之書面同意，書面同意必須提交給法院或機關。訴狀、法律文件、案件摘要、備忘錄應經監督律師之認可，得一併記載參與製作上開文件之實習生姓名。
3.對於法律扶助計畫、組織之限制:
      加入法律扶助團體之法學院學生及畢業生，得執行法律業務，但僅能代理無資力且符合該團體所設扶助標準之當事人。且除非已有三名以上的律師拒絕接案，不得在破產程序、誹謗案件、遺產事務、勝訴才付酬(contingent fee)事務。但在其等所參與之計畫、組織所設定目的之範圍內，在下列情形仍得提供協助:在當事人無資力且未享有指派辯護人權利之案件；無資力且服刑中之囚犯或任何人欲請求判決後之救濟(postconviction relief)。實習生不得要求當事人或自當事人處收受執行業務之報酬。
4.監督:
      監督律師必須為政府部門、機關或法律扶助團體之主管或其指定之人，且必須在紐約州內有兩年以上的實務經驗。監督律師就實習生所處理之工作，須自行負擔職業責任，且必須監督實習生之準備工作。對實習生的立即監督係指監督律師必須在全程在場（be personally present throughout the proceedings）。
5.指派之時間:
      完成兩個學期以上法學院課程之法學院學生，或是法學院之必要生得受雇執行法律業務，直至其取得律師資格為止，或至其未能通過畢業後的第一次律師考試為止。雖未能通過第一次律師考試，但已再次報名律師考試的畢業生，得向審判長申請再次委派。法院的委派命令應明確記載執行業務的期間。
三、結語
    前美國聯邦最高法院法官華倫伯格(Warren Burger)曾說過:「現在法學院畢業生的短處不在於缺乏法律知識，而在於對處理事實或人的訓練之不足，而後者，才是組成案件的東西。」
如果我們不讓學習司法官有足夠的實戰經驗，相信華倫伯格法官這樣的說法，也可以套用在我國學習司法官身上。而實戰訓練，不僅是從旁觀察而已，親身參與案件，方會有最好的學習效果。而從美國的上開做法，也可以再一次地印證:只有實際的參與案件，才是最有效的訓練方式。
    對學習司法官施以實際訓練之必要性雖然無可爭論，但在執行細節上，不得不去注意到其範圍及限制，方不致於對於刑事訴訟制度之目的及當事人之權益產生過度的負面作用。質言之，循何種程序、在何種案件內、以何種方式來實施實際訓練，才是真正需要費心制度化、細緻化的部分。而從上開紐約州的相關規定中，可以發現一些做適當限制時，需要參酌的因素，足以做為修法前建立內部制度或修法時之參考:
(一)案件類型:
    對於較輕微之罪名，以及程序較簡單之案件，因牽涉當事人權益較輕，且對於訴訟程序之妨害較小，比較適合由學習司法官負責處理。因此，在我國，不妨將學習司法官得實際參與之案件，原則上限定在刑事訴訟法第376條所定之輕微案件，或是適用程序較為簡單的內勤速偵案件、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案件。至於較為重大之罪名或程序較複雜之案件，則限定其僅能從事某一階段中較簡單之行為。
(二)行為類型:
    如係較重大罪名或較複雜程序中之複雜行為(例如交互詰問、認罪協商)，因其對刑事訴訟程序及當事人權益發生不利影響之可能性較高(例如:錯誤的詰問技巧可能導致對真實發現之阻礙，而詰問當時可能發生之狀況往往係事前所無法逆料，無法透過事前之準備來完全防止)，而且一旦發生不利影響，其結果亦較為嚴重，自然不宜由學習司法官任之。即令容許學習司法官為之，檢察官亦應施以更嚴密之現場監控，以防惡害發生。
(三)檢察官之監督:
    紐約州法依案件類型及行為類型之不同，而要求監督律師必須為強度不同之「一般監督」或「即時監督」，此種思維頗值參考，建議我國檢察官可針對不同情形，應要求不同之監督強度，較為複雜、重大者，對事前準備的要求應較嚴格(例如:訊問前必須擬好問題供檢察官審查)，對於不當或不完善之訊問亦應即時更正。
    不過，因我國目前仍無法律賦予學習司法官為訴訟行為之權限，而像「訊問」這樣的國家高權行為，根據「禁止轉授權原則」，亦無法經由行政命令或個別檢察官之授權，而使學習司法官得此權限。因此，在獲得適當的法源依據前，我國的學習司法官還不能在檢察官的「一般監督」之下，獨自從事訊問等程序行為。
    值得附帶一提的是，在修法前，學習司法官是否得在檢察官監督下從事訊問等程序行為，不無疑問。本文認為，因學習司法官係在檢察官之現場監督之下而為，且程序行為之名義人仍為檢察官(訊問筆錄係檢察官簽名，結案書類亦係以檢察官名義作成)，類似行政法上之「行政助手」，應無不許之理。事實上，「行政助手」常被舉的事例之一，就是替代役男在交通警察之現場監督下協助指揮交通，兩者情形頗為類似。
(四)法院之許可

上開紐約州法之規定，實習生之任命應經法院許可。然我國並無任何法令對此加以規定，且因學習司法官本身之專業能力及品格已有國家考選制度加以擔保，法院並無事先介入審查其資格之必要。然而，基於對法院訴訟指揮權之尊重，如學習司法官係在法院內執行之業務時(例如:公訴蒞庭、聲押蒞庭)，應事前向法院聲請，經法院同意後行之。

拾、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SECUTOR’S ROLE IN TAIWAN 

(演講稿)
Last decade, Taiwan has gone through a series of judicial reforms. Among them, the reform of the criminal justice procedure has revolved around the prosecutor, and has gradually changed the face of the prosecution. Furthermore,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itself has also undergone a drastic renovation. All this make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prosecutors’ role an interesting topic. It’s my pleasure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talk about this interesting topic. 

I will begin my talk with a brief introduction of Taiwanese Prosecutorial System, including the organization of prosecutorial system, and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Then, we will move to a big issu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And in part C, I will focus on gains, losses, and new mission of the prosecutor in criminal procedure. In part D, we will talk about the evolution and functions of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Taiwanese prosecutorial system is a two-headed system, headed by the Minister of Justice and the Prosecutor-General. Of course, there is a distinction between their supervisory powers. The Minister is in charge of the administrative affairs, personnel affairs, prosecutorial policies and regulations. The Prosecutor-General is the commander of the prosecution, having the power to give instructions to every single case. Unlike Japan, the Minister does not have the power to command Prosecutor-General. Basically, the Minister cannot interfere in a specific case. However, it is possible that she may abuse her administrative supervisory power to influence a prosecutor’s decisio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There are three levels of prosecutors office: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6 high prosecutors offices and 21 prosecutors offices.

Except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is led by the Prosecutor-General, each office has a chief prosecutor, several head prosecutors, and many prosecutors. According to the prosecutorial regulations, all writing indictments, non-prosecution and appeals should be sent to head prosecutor and chief prosecutor for approval.

One distinguishing feature of our system is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It has three functions: to unify discretion standards, to work as a team, and to prevent illegal or improper investigation of a prosecutor.

To achieve these goals, the Prosecutor-General and chief prosecutors have the following powers: First, at the outset of the investigation, she can decide which prosecutor will take charge of a case. And she can give instructions to every single case in her office. Last, she owns the power to take over any case from a prosecutor. After a basic explanation of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we are going to talk about another important valu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And then address the long-time compet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ependence and solidarity.

I would like to start this issue with two examples. This is a district prosecutor’s inside report, along with his chief prosecutor’s comment. What does the picture tell? First, this is a very beautiful Chinese calligraphy. These Mandarin characters were written with a Chinese writing brush. No prosecutor does that since decades ago. It reveals the age of this report. Second, the comment written by the chief prosecutor means “received an order not to appeal.” 

In 1958, Taichung district prosecutor Huang prosecuted the Nantou County Commissioner for corruption. After trial, Commissioner was acquitted. Prosecutor Huang thought this judgment was against the evidence, so he tried to appeal to the high court. However, the chief prosecutor refused to approve his appeal. The chief prosecutor told Prosecutor Huang that “somebody” in Ministry of Justice disagreed to appeal, and warned him “you are too young to understand how serious it will be if you disobey the order. Regardless of the objection of the chief prosecutor, Prosecutor Huang still decided to appeal. Now, can you guess which one was impeached? 

Because this inside report unusually revealed the influence outside the office. This event drew the attention of the public. The consensus appraised the courage of Prosecutor Huang and condemned the undue influence of the chief prosecutor. The Chief prosecutor was even impeached and suspended from office for one year. As for Prosecutor Huang, he would have been disciplined by Ministry of Justice if the Prosecutor-General had not protected him.

This case is a milestone in the development of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Before the case, the prosecution was regarded as a subordinate to the administrative branch and KMT. It served the politics rather than serving the law. But politicians and chief prosecutors learned their lesson and understood these district prosecutors and the society would not tolerate politician’s interference like before. After this case, the prosecution began to develop a culture of independence, a quite unique independent culture. Chief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were much more self-restraint than before. They avoided giving instructions to district prosecutors. Sometimes, they were afraid or reluctant to give orders even if they should. What if the district prosecutor disobeys the order and makes the order public? These chief prosecutors did not want to get bad fames. 

This culture of independence grew stronger and stronger. Generally speaking, unless a district prosecutor made a very obvious mistake, no one wants to be the bad guy who interferes in a specific case. Do you find anything wrong here? Where is the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Half century later, another indicative case happened. There are many aboriginal tribes in Hualien County, and their chiefs still have significant influence to their people. In the 2003 election for the office of Hualien County Commissioner, to seek support of these influential aboriginal chiefs, the DPP candidate Yu Ying-Lung announced he would set a county policy that grants these chiefs a monthly allowance of 5000 NTD if elected. A Hualien District Prosecutor, Li, thought this is an electoral corruption case in the form of policy bribery, and started to investigate. Without advanced discussion with his head prosecutor or chief prosecutor, Prosecutor Li summoned President Chen Shui-bien to testify. Furthermore, because the chief prosecutor did not approve Prosecutor Li’s legal opinion and order him to think over, Prosecutor Li ignored this approval procedure and sent the bill of indictment to the district court directly. Now, who should be impeached? Because Li did not follow prosecutorial rules and the chief prosecutor’s instruction, he was impeached and then degraded. Compared with these two cases, we can find a lot of similarities. These two prosecutors both violated chief prosecutors’ instructions, but their fates are totally different. 

From these two cases, we can find the trend of th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is from inside independence to outside independence, in other words, from independence of “a prosecutor” to independence of “the prosecution”. It could be illustrated with this picture. “Shell versus bone.” We used to emphasize the inside independence because we did not believe the supervisory level. Chief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were appointed or transferred from the position by Minister of Justice. As a result, we did not believe chief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could be totally free from political pollution. Therefore, to protect the prosecution from outside influence, the only basis we could rely on is the independence of every single prosecutor. We built th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on the inside. It functions as bones, supporting the prosecution to stand up and facing the pressure from the outside. However, this mode cost the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There was an imbalance between solidarity and independence. And longtime lack of the protection of outside independence is not normal. We cannot always rely on the conscience and courage of a small prosecutor. To shift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to a higher level, the prosecutor system moved to the “shell” mode. That is to say, Prosecutor-General, chief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altogether form a solid shell to protect district prosecutors from political pressure. Meanwhile,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should be rebuilt inside the shell.

The first step to shift the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happened in 1998. In 1998, to restore the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Ministry of justice promulgated a new policy governing the transparency of prosecutorial solidarity. This policy is designed to promote a more reasonable and transparent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ef prosecutors and prosecutors. 

According to the MOJ’s policy, if a chief prosecutor does not agree with a prosecutor’s decision, the chief prosecutor should discuss with the prosecutor first. Provided they still cannot reach an accord, there are two possible solutions: 

First, to clarify who should be responsible for the ultimate outcome of the case, the prosecutor is entitled to ask the chief prosecutor to give a written order, plus the reason. And the prosecutor shall follow the written order. Second, in the following situations, if necessary, the chief prosecutor can take over the case or assign the case to other prosecutors. And prosecutor also can request the chief prosecutor to do so. (a) To unify the prosecution standard or to assure the proper application of the law. (b) There are sufficient facts proving the prosecutor’s action is illegal, undue or biased. (c) When a prosecutor request a chief prosecutor to take over a case. (d) The case is so special that it should be conducted by another prosecutor. The order to taking over should be in the form of written document, along with the reason. The prosecutor has to obey the order, and he is entitled to provide a written opinion. The written order and opinion should be kept in a file to clarify the responsibility.

The second step is to strengthen outside independence. It reflects on the appointment procedure of Prosecutor-General and prosecutorial autonomy. Before 2006, Prosecutor-General was directly appointed by the President upon the suggestion of Justice Minister. And there is no limit on the term of the office,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was no term protection. In 2006, the Congress devised an appointment procedure of Prosecutor-General, which is a safeguard against political influence from president or administrative branch. The Prosecutor-General shall be nominated by the President and appointed upon approval of the Congress, and will hold the office for four years, no re-nomination. By this revision, the Prosecutor-General is bestowed a more independent and impartial status and free from political intervention and external influence.

Besides, under the revision of the law, the Justice Minister’s personnel power is substantially weakened. The Congress reformed the Prosecutor Personnel Committee under the Justice Ministry. Its organization is closer to prosecutorial autonomy, and its functions are significantly enhanced. The committee now is in charge of any personnel affairs about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As to the appointment of chief prosecutors, the committee also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to prevent the Minister from abusing personnel power.

The committee is composed of 17 members. Among them, 4 members are assigned by the Minister, 4 members are Prosecutor-General herself and assigned by the Prosecutor-General, 9 members are elected by prosecutors. More than half of the members are delegates of prosecutors, so either the Minister or the General-Prosecutor, cannot directly manipulate the committee’s decision. Theoretically, the will of whole prosecutors can overwhelm the will of the Minister and Prosecutor-General. This is a significant achievement of the prosecutorial autonomy. 

The committee has three functions:

(a) To decide the promotion, transfer, evaluation, reward, and discipline of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Except the prosecutors of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are still appointed by the minister, the committee is in charge of personnel affairs of all prosecutors and head prosecutors. Decisions of the committee shall be reviewed and announced by the Minister.

(b) To provide a suggestion list of chief prosecutors.
    Before Justice Minister appoints a new chief prosecutor, he should inform the committee the number of vacant positions. And the committee has the power to make a suggestion list. This suggestion list should double the number of vacant positions. And the Minister should pick new chief prosecutors from this suggestion list.

(c) To provide opinions on transfer and appointment of chief prosecutors.

Before announcing the transfer and appointment of chief prosecutors, the Minister should consult the committee. But the committee’s opinion is advisory, not mandatory. If the transfer of chief prosecutors is abnormal, the committee can require the Minister to explain the reason of the transfer. 

Now we are going to Part C.: Gains, loses, and new mission from criminal procedure reform. The prosecutor appears in every phase of a criminal case. In the investigation case, she is the commander of the investigation. In the trial phase, she plays an adversary role in the courtroom. In the enforcement phase, she can decide and supervise how, when, and where to enforce a sentence. Because the prosecutor plays such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criminal procedure, the reform of criminal procedure inevitably revolved around the prosecutor. The impact reflects on three respects: 1. Curtailing of Prosecutors’ Power of Compulsory Disposal; 2. Expansion of Prosecutors’ Discretion; 3. “New” Mission? --- Stepping into the Courtroom.

Back to 1997, when I was a college student, if you had asked me to describe the role of the Taiwan prosecutor, the image coming to my mind would have to be a 500-pound gorilla. At that time, in the phase of investigation, the prosecutor had full powers to summon, arrest, set bail, detain, search, and monitor communication. It had been criticized fiercely by jurists and the media. They urged to transfer these powers of compulsory disposal to the judge.

In 1995,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asserted that the prosecutor’s detention power is unconstitutional. This led to the revision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on December 19, 1997, which prescribes that a prosecutor must obtain the judge’s approval before detaining a defendant. On July 1, 2001, the law was further revised to provide that a prosecutor must also acquire a judge’s approval for searching a person. In May 2003, the Ministry of Justice further proposed to revise some articles of the Statute of monitoring communications, which provides that the prosecutor must also acquire the judge’s approval before monitoring a defendant’s communications during the period of investigation. The Congress supported this proposal and finished legislation on July 11 2007. Before the new legislation came into force, the Constitutional Court had asserted the monitoring power of prosecutor is unconstitutional in July 2007. 6 months later, the revision came into force. 

After a series of slaps at the prosecutor’s powers, the prosecutor still maintains its minimum dignity. We still retain powers to summon, arrest, and set bail. I think prosecutors can keep these powers for quite a while. And when the Congress deprived prosecutors of above-mentioned powers, the police want to loot a burning house. They want to be a co-commander or at least share some powers. For instance, they try to lobby some lawmakers to allow the police to apply for warrants without prosecutor’s approval and supervision. Fortunately, the Congress chose to trust the prosecutor rather than the police. As a result, under the revision of the law, the police cannot apply for a warrant unless the prosecutor approves them.

In the judicial reform, the prosecution is not always the underdog. Two new powers are bestowed to prosecutors: plea bargaining and deferred prosecution. Deferred prosecution. Some people call it “conditioned non-prosecution”. It means a prosecutor can decide not to prosecute a defendant even the evidence is strong. As an alternative, he may choose to make a ruling of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require the defendant to comply with some conditions. Such as apologize to the victim; pay compensations; or perform community services. If the defendant does not comply with these conditions or commit another crime, the prosecutor may set aside the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prosecute the defendant. Both the prosecutor and the judge benefit from the deferred prosecution and plea bargaining. For the court, they can decrease the number of prosecutions and make cases much easier to close. For the prosecution, they save us a lot of energy and enable us spend more time on serious crimes. Besides, the outcomes of cases and the sentences are more predictable. Furthermore, plea bargaining and deferred prosecution are our new tools when it is necessary to negotiate with important witness.

After the judicial reform, the prosecutor also gets a new mission. She has to step into the courtroom. Maybe you noticed I used quotation marks here. Theoretically, it is not really a new mission. When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was promulgated more than half century ago, it already had detailed provisions about a prosecutor’s duties and obligations in the trial phase. But the truth was, because of the heavy workload, prosecutors cannot perform this duty well. Usually, only one or two prosecutors were in charge of all trials in a district court. It’s nearly impossible for them to prepare. As a result, in most trials, a prosecutor was nothing more than a dummy and has only three lines:”As the bill of indictment says,” “No comment,” “please rule as the law prescribes.” And criminal judges took the main responsibility to investigate facts. Sometimes, judges were more eager to discover the truth than the prosecutor; thus a confusion of roles arose.

In the two major revisions of the Code of Criminal Procedure, how to change this weird situation is among top priorities. On February 2002, the new law affirmed prosecutor’s adversary role in the trial, and increased the prosecutor’s burden of proof and convincing. Then, on January 2003, the second major revision of the law introduced the cross-examination and hearsay. It goes without saying that prosecutor is no more a dummy now. In the courtroom, a Taiwanese prosecutor does as much as a U.S. prosecutor.

When it comes to prosecutorial reform in Taiwan, we cannot ignore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They investigated and prosecuted powerful businessmen, lawmakers, high-ranked officials, even the former president. Their actions always hit the headlines. It is quite fair to say that those special investigation prosecutors are the people of the year.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was founded on 2006. Before it was founded, there were similar units in 4 high prosecutors offices since 2000, called “anti-corruption centers.” Now,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is under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There are a couple of reasons to set it in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The most important two reasons are: first, there will be only one boss, the Prosecutor-General. Under the direct protection of the prosecutor-general, prosecutors will feel more comfortable. The second reason is about the jurisdiction limits. Because those anti-corruption centers didn’t have legal authority, they had to follow the general jurisdiction rules, that is to say, they only could investigate cases which happened in the place where the high prosecutors office is located. And they were only allowed to exercise their power and duty in the place where their offices is located, and only can exercise duties in the high court. In other words, they cannot prosecute a case in their name. So they have to team up with district prosecutors. I had cooperated with them twice. We really worked as a team, discussed every important issue, made decision together, and achieved remarkable success. However, it will be much more convenient for them if there is no jurisdiction limit. Now, under the law,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is in the Supreme Prosecutors Office. And there is no jurisdiction limit for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prosecutors. They can investigate and prosecute corruption cases which happen in Taiwan. And they can exercise their duty in any level of court and anyplace.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is in charge of following types of cases:

First, corruption case involving president, vice president, presidents of five Yuans, ministers, generals

Second, nationwide electoral corruption cases committed by election authorities, political parties, or candidates in the election of president or lawmakers

Last, serious corruption or financial crime cases designated by the Prosecutor-General 
For now, it is still too early to say if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lives up to the expectation of the society. They prosecuted the former president Chen Shui-bien on December 2008. I believe everybody knows this international famous case. Although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worked very hard and carefully, both the case itself and the investigation procedure raised fierce debates between politicians and media. Either of the two main parties, KMT and DDP, accuses of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of favoring the other party. And these prosecutors’ conducts and private lives are scrutinized under the magnifier by the media and politicians.  

Under this circumstances, let‘s go back to the happy family picture of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prosecutors, two of them, Prosecutor Chou and Ho resigned because of pressure and criticism last year. Three of them, Prosecutor Ju, Wu, and Shan are replaced by the Prosecutor-General because of controversial conducts. I have to admit that, before the special investigation division wins the trust of the society, there is still a long way to go.

After continuous adjustments and modifications of the prosecutorial system, the prosecutor has a more human face. In the past, maybe others respected the prosecutor because they fear her powers. Today, the prosecutor has to regain her honor by professional and impartial performance. To prove her unique value in the investigation phase, she should focus on those white-collar crimes, especially those serious corruption case and financial crime cases. And she has to play as a double-controller, not only monitoring the police in the investigation stage but also overseeing the court in the trial stage. Meanwhile, though the outside independence has been gradually established, it doesn’t mean the prosecutor should abandon inside independence. It is the last safety valve of prosecutorial independence. When facing undue pressure, we prosecutors should insist on conscience and justice. That’s the reason why we choose to be a prosecuto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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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Clavey, 565 F.2d 111 (7th Cir. 1977)，關於更進一步之介紹，請參照: John R. Wing & Eli Gottesdiener, Benefiting From Witness’ Right To A Transcript of Testimony, 5 No. 4 Bus. Crimes Bull. 1 (May 1998)。 


� 不過，依我國偵查實務，證人或被告選擇拒絕證言或保持緘默算是少數情形，多數情形還是選擇說謊。


� 請參照: Landmark Communications, Inc. v. Virginia, 435 U.S. 829, 839 (1978)。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Ford, 830 F.2d 596, 600-01 (6th Cir. 1987)。另請參照:Freedman & Starwood, Prior Restraints on Freedom of Expression by Defendants and Defense Attorneys: Ratio Decidendi v. Obiter Dictum, 29 Stan. L. Rev. 607, 618 (1977)。


� 請參照: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1&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70%20U.S.%20375%2cat%2039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883ccf16cdf530fc544026cfc1f3779a"�Wood v. Georgia, 370 U.S. 375, 395 (1962);�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52%20F.2d%2093%2cat%20100%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2a0bf6262c517599cd17e2a6f16abc21"�Bailey v. Systems Innovation, Inc., 852 F.2d 93, 100 (3d Cir. 1988)。�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3&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22%20F.2d%20242%2cat%20250%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d1a12c6ea5707c103f643eebd5e1ddd2"�Chicago Council of Lawyers v. Bauer, 522 F.2d 242, 250 (7th Cir. 1975)。�


�關於有害的公開對於陪審團之影響，請參照: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 American Juries (2007), 111-114。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2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97%20U.S.%20337%2cat%20343%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5c63d3cd274e1a7b781612d7e0f31836"�Illinois v. Allen, 397 U.S. 337, 343-47 (1970);�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27&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64%20F.2d%20590%2cat%2059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f21424a70909406f50263439905c8f10"�Levine v. United States Dist. Court, 764 F.2d 590, 597� (9th Cir. 1985)。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30&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12%20F.2d%20661%2cat%2066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7ce14975271b8a2bfdb52e0e212baaec"�United States v. Tijerina, 412 F.2d 661, 667� (10th Cir. 1969)


� 請參照: Tennessee v. Carruthers, 35 S.W.3d 516 (Tenn 2000)。該案中原審法院之所以核發禁聲令之一部分原因，就是防止被告利用媒體來騷擾證人，強迫證人不得作出不利於被告之證詞。


�雖然，聯邦第3巡迴上訴法院在United States v. Scarfo United States v. Scarfo, 263 F.3d. 80 (3rd Cir. 2001)一案中，表示:因為法官乃善於排除個人偏見的專家，所以法官應無偏見之危險。因此認為地方法院作成之禁口令為係不當限制律師的言論自由。但事實上，法官畢竟也是凡人，不總是那麼超凡入聖，不能完全排除輿論有造成法官預斷或左右法官判斷之可能性。舉例來說，在1996年，美國紐約州南區聯邦地方地方法院法官Baer在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arol Bayless一案中，認定警方自被告車上查扣之34公斤的古柯鹼及2公斤的海洛因屬違法搜索而無證據能力，被告之自白則依毒樹果實理論亦認無證據能力。後來因為此裁定遭受媒體及政客之猛烈批評，該名法官竟再次舉行聽證會並廢棄其前所為之裁定，改認定扣案之毒品及自白有證據能力。足見法官也是人，亦會因外在壓力而左右其見解。請參照: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v. Carol Bayless, 913 F. Supp. 232 (S.D.N.Y 1996)；�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session=656f99a0-2cbc-11de-a653-fe84759d3094.1.1.84760.+.1.0&wchp=dGLzVzz-zSkAB&_b=0_387451590&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5BCDATA%5B913%20F.%20Supp.%20232%5D%5D%3e%3c%2fcite%3e&_lexsee=SHMID&_lnlni=&_butType=3&_butStat=254&_butNum=5&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5BCDATA%5B1996%20U.S.%20Dist.%20LEXIS%203863%5D%5D%3e%3c%2fcite%3e&prevCase=United%20States%20v.%20Bayless&prevCite=913%20F.%20Supp.%20232&_md5=7DC41E8313B4727B858F3F268AD9199C"�United States v. Bayless�, 921 F. Supp. 211, (S.D.N.Y. 1996)。


� 對於此兩種規制手段之介紹，請參照: Jonathan Eric Pahl, COURT-ORDERED RESTRICTIONS ON TRIAL PARTICIPANT SPEECH, 57 Duke L.J. 1113 (2008), 1128-1130。


� 請參照: 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本案被告Sheppard被起訴在自宅內謀殺其懷孕妻子，被告抗辯係一不詳侵入者所為。本案在當時甚為轟動，被媒體廣為報導，但多係不利於被告之報導，例如被告不配合調查並拒絕測謊，檢警並對外透露一些不具證據能力之不利事證。在審理時，大批記者湧入法庭，使得被告竟無法和律師秘密地交談，法官在挑選陪審團時亦疏未詢問候選陪審員有無接觸過新聞報導。本案在聯邦最高法院發回並要求重新審判後，被告終於在入監10年後獲得釋放，並且在2 年後的重新審審判中無罪開釋。迄今對於前後兩判決究竟孰為正確，仍多有爭論。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48&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63%20U.S.%201303%2cat%20130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520c52f34acf89a4ae1d3e7d4ee6d8be"�Capital Cities Media, Inc. v. Toole, 463 U.S. 1303, 1305 (1983)。�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5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12%20F.2d%20661%2cat%20663%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7abfdb5d57e9c15913f50bd8042142cd"�United States v. Tijerina, 412 F.2d 661, 663, 666-67� (10th Cir. 1969)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58&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13%20U.S.%2033%2cat%2048%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ab69b7342ddb97b96eb39678fcdaef41"�Nye v. United States, 313 U.S. 33, 48-49 (1941);� Association of the Bar of the City of New York, Final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Radio, Television and the Administration of Justice,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Fair Trial 49 (1967) at 2-3; L. Tribe, American Constitutional Law 856 n.1 (2d ed. 1988).法院對於維持法庭秩序之特權乃係包含在受公平審判權利內，請參見:�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59&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84%20U.S.%20333%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7693532d17f146ffcd5bb23dc4c94e88"�Sheppard v. Maxwell, 384 U.S. 333 (1966).� 


� 請參照:Nebraska Press Ass’n v. Stuart, 427 U.S. 539 (1976)。


� 請參照:Seattle Times Co. v. Rhinehart, 467 U.S. 20,(1984)。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fd2ad6b8e8e0d2521829c02d12d33161&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64%20F.2d%2059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00&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15%20U.S.%20566%2c%20572%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z-zSkAW&_md5=bb6da7c19c00fa99943ef7d98a9a6afe"�Smith v. Goguen, 415 U.S. 566, 572-73 (1974)�。


� 請參照:Levine v. United States Dist. Court for Cent. Dist.,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1234a981e9f50191d948b02ffe238e&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64%20F.2d%20590%2c%2059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96d3c2c9680cb4e2fffd981440e1c72d"�764 F.2d 590,at 595�(9th Cir.1985)。


� 就其他各種代替方案之效果及成本，請參照:Neil Vidmar & Valerie P. Hans, American Juries (2007), 114-117。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1234a981e9f50191d948b02ffe238e&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3&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30%20F.2d%20596%2c%20598%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2324cd8a4e4e8cb61956b742c90dbbc0"�Ford, 830 F.2d 596,at 598, 600�(6th Cir. 1987); Levine v. United States Dist. Court for Cent. Dist.,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1234a981e9f50191d948b02ffe238e&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64%20F.2d%20590%2c%2059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96d3c2c9680cb4e2fffd981440e1c72d"�764 F.2d 590,at 595�(9th Cir.1985);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1234a981e9f50191d948b02ffe238e&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5&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22%20F.2d%20242%2c%20249%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8d6b4d790ae73f7317636f98cc93c133"�Chicago Council of Lawyers v. Bauer, 522 F.2d 242, 249 (7th Cir. 1975)�。


� 請參照: United States v. Scarfo, 263 F.3d 80 (3rd Cir. 2001)；United States v. Brown, 218 F.3d at 427 (5th Cir.2000)。


� 請參照: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1234a981e9f50191d948b02ffe238e&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8&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26%20F.2d%201007%2c%201010%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69cc2b383d03fd6d88a6e3c9cb394c7a"�In re Russell, 726 F.2d 1007, 1010 (4th Cir. 1984)�;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1234a981e9f50191d948b02ffe238e&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89&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12%20F.2d%20661%2c%2066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4f662f0bd424a4480b2f70f1b512442c"�United States v. Tijerina, 412 F.2d 661, 666 (10th Cir. 1969)�。


� 請參照: Jonathan Eric Pahl, COURT-ORDERED RESTRICTIONS ON TRIAL PARTICIPANT SPEECH, 57 Duke L.J. 1113 (2008), 1141。


� 請參照:Michael E. Swartz, TRIAL PARTICIPANT SPEECH RESTRICTIONS: GAGGING FIRST AMENDMENT RIGHTS, 90 Colum. L. Rev. 1411 (1990), 1444。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82e802daf30616f5491eba1a772468e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7%20Duke%20L.J.%201113%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1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26%20F.%20Supp.%202d%201267%2cat%20129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z-zSkAl&_md5=1cc39ac1fba5230902ab354667ee92d8"�United States v. Carmichael, 326 F. Supp. 2d 1267, 1294 (M.D. Ala. 2004)�。該判決認為:本案與大部分的禁聲令案件不同，因為本案之限制係針對被告而非辯護律師，因此不能依聯邦最高法院在Gentile案之結論認為該言論得受較嚴格之限制。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82e802daf30616f5491eba1a772468e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7%20Duke%20L.J.%201113%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13&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18%20F.3d%20415%2cat%2042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z-zSkAl&_md5=8c421716e4d95f84e96a82a047002b6b"�Brown, 218 F.3d 415, at 427-28�。該判決認為:律師與當事人就訴諸媒體審判一節，其利益係相同的。 


� 認為應為不同處理者，如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82e802daf30616f5491eba1a772468e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7%20Duke%20L.J.%201113%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1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04%20U.S.%20Dist.%20LEXIS%2024192%2cat%20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z-zSkAl&_md5=5ba1e89ef5e0b3e4d688471f763694b9"�United States v. Gotti, No. 04 Cr. 690 (SAS), 2004 U.S. Dist. LEXIS 24192, at 6, 11-12� (S.D.N.Y. Dec. 3, 2004)。未加以區分處理者，如People v. Dyleski, No. 3-219113-8 (Cal. Super. Ct. Oct. 27, 2005);�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82e802daf30616f5491eba1a772468e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7%20Duke%20L.J.%201113%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15&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06%20Cal.%20LEXIS%20349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z-zSkAl&_md5=130c0169d2f61c331a2a178ecfdc0ee5"�Allred v. Superior Court, 2006 Cal. LEXIS 3495� (Mar. 15, 2006)。


� 對於禁聲令之上訴依據，一是如同禁制令般依�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4&_butStat=0&_butNum=266&_butInline=1&_butinfo=28%20USC%201292&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6dc742df0b63fc35470916aabe47e17b"�28 U.S.C. §1292�(a)(1) (1988)上訴，請參Bailey v. Systems Innovation, Inc., 852 F.2d 93, 96-97 (3d Cir. 1988)。或是如同終局命令(final orders)般，依28 U.S.C. §1291下，由的附隨命令理論(collateral order doctrine) 提起上訴。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ad8639af3166cf62b09e59185825d36b&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0%20Colum.%20L.%20Rev.%2014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7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42%20F.2d%20603%2cat%2060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b-zSkAt&_md5=d33c40aab9059ee3a824d69212010e6b"�In re Dow Jones & Co., 842 F.2d 603, 606-08� (2nd Cir. 1988)。


� 請參照:Model Code of Prof'l Responsibility DR 7-107 (1969)。


�  請參照: Chicago Council of Lawyers v. Bauer,�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7eb0edd5503834ab840f515047f7c6a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4%20U.%20Rich.%20L.%20Rev.%20110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581&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22%20F.2d%20242%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z-zSkAW&_md5=f2868a94fa0a71c133131fd756f0c06f"�522 F.2d 242 (7th Cir. 1975),� cert. denied,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7eb0edd5503834ab840f515047f7c6a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4%20U.%20Rich.%20L.%20Rev.%20110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58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27%20U.S.%20912%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z-zSkAW&_md5=0e550744b19de0f097a372046dae842e"�427 U.S. 912 (1976)。�


� 不過此標準並未形成聯邦巡迴上訴法院之通說，例如聯邦第4巡迴上訴法院即認為合理可能性標準係合憲，請參見: Hirschkop v. Snead,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7eb0edd5503834ab840f515047f7c6a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4%20U.%20Rich.%20L.%20Rev.%20110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59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94%20F.2d%2035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z-zSkAW&_md5=9b7cf4fb0daa0f6cd6958466c1cd8bfa"�594 F.2d 356 (4th Cir. 1979).�。


� 請參照:Criminal Justice Standard 8-1.1 (1978)。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7eb0edd5503834ab840f515047f7c6a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4%20U.%20Rich.%20L.%20Rev.%20110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590&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501%20U.S.%201030%2cat%201068%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z-zSkAW&_md5=ff938270a4b7e0f047d5492b2cf2743b"�Gentile v. State Bar, 501 U.S. 1030, 1068 (1991)。�


� 請參照;Gentile v. State Bar of Nevada, 501 U.S. 1030 (1991)。


� 不過，聯邦最高法院在第二部分的判決中，以其他理由(該規則之例外規定部分過於模糊，有誘人入罪可能)而違憲。另外，學者對於此判決之批評，主要是認為律師特別會造成偏見的推論，完全是一種猜測，並無實證研究的支持；而且從律師屬於法庭官員這一點，也無從推論出律師的言論應該受到較嚴格之限制。關於對Gentile案之批評意見，詳請參照: C. Thomas Dienes, ALLEN CHAIR SYMPOSIUM 2000 TRYING CASES IN THE MEDIA: LEGAL ETHICS, FAIR TRIALS AND FREE PRESS: ARTICLE TRIAL PARTICIPANTS IN THE NEWSGATHERING PROCESS, 34 U. Rich. L. Rev. 1107 (2001)1137-1142。,


� 例如: In re Morrissey,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7eb0edd5503834ab840f515047f7c6a4&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34%20U.%20Rich.%20L.%20Rev.%20110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63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168%20F.3d%2013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z-zSkAW&_md5=f903dd99bc499b000a8d70c649240833"�168 F.3d 134 (4th Cir. 1999)。�


� 請參照:司法院大法官會議釋字第509號解釋。


� 但是，司法院目前正緊鑼密鼓地研議「國民參審」制度，若付諸實行，如何保護參審員免於法庭外陳述之污染，亦將成為限制法庭外言論之另一正當理由。


� 有一些較攏統及概括之規定，在解釋上可能用以規範將律師之不當法庭外陳述，例如:律師倫理規範第6條:「律師應謹言慎行，端正社會風氣，作為社會之表率。」、第7條:「律師應體認律師職務為公共職務，於執行職務時，應兼顧當事人合法權益及公共利益。」、第8條:「律師執行職務，應基於誠信、公平、理性及良知。」、第11條:「律師不應拘泥於訴訟勝敗而忽略真實之發現。」、第20條:「律師應協助法院維持司法尊嚴及實現司法正義，並與司法機關共負法治責任。」第23條:「律師於執行職務時，不得有故為矇蔽欺罔之行為，亦不得偽造變造證據、教唆偽證或為其他刻意阻礙真實發現之行為。」、第24條:「律師不得惡意詆譭司法人員或司法機關；對於司法人員貪污有據者，應予舉發。」


。


� 律師倫理規範之修正，必須經過中華民國律師公會全國聯合會會員代表大會決議通過，並報請法務部備查。請參照:律師法地15條第2項、律師倫理規範第50條。


� 關於該新聞處理要點立法目的之分析，請參照:吳巡龍，偵查不公開與得公開之界線—兼評高雄高分院九十五年度抗字第一五四號裁定，月旦法學雜誌第150期(2007年11月)，第250頁。


� 關於此新聞之報導，請參照:


  �HYPERLINK "http://www.nytimes.com/2008/12/09/us/politics/10Illinois.html?hp"�http://www.nytimes.com/2008/12/09/us/politics/10Illinois.html?hp�


  http://www.nytimes.com/2008/11/13/us/politics/13successor.html?hp


� �HYPERLINK "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national/10illinois_complaint.pdf"�http://graphics8.nytimes.com/packages/pdf/national/10illinois_complaint.pdf�可覓得控訴書全文。


� 受聯邦補助之賄賂罪之構成要件如下: 


非法挪用罪(§666(a)(1)(A))


該實體內之員工利用侵占、竊盜或詐欺取得之方式，未經授權，而明知地挪用該實體之財物。


該實體1年內收受聯邦補助之金額超過1萬美金。


自該實體內所取得之財物價值超過5000美金。


收受賄賂罪(§666(a)(1)(B))


該實體內之員工意圖自該實體之業務或交易中獲利，而腐敗地要求、期約或收受財物。


該實體1年內收受聯邦補助之金額超過1萬美金。


牽涉之財物價值超過5000美金。


交付賄賂罪(§666(a)(2))


任何人意圖使該實體之員工自該實體之業務或交易中獲利，而行求、期約、交付財物。


該實體1年內收受聯邦補助之金額超過1萬美金。


牽涉之財物價值超過5000美金。


�請參照: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Thomas/West, 2007),at 473.


� 請參照:Hon. Jed Rakoff, The Federal Mail Fraud Satute(Part 1), 18 duq. L. Rew. 771(1980)。


�當然，除了上開對貪污案件來說看似旁門左道的處罰規定之外，美國聯邦法規針對公共貪污(Public Corruption)所設之處罰規定，其實甚多，其中，較為重要且係直接針對賄賂案件而設者，乃「聯邦賄賂罪」 (Federal Bribery and Gratuities，18 U.S.C. §201)。此外，霍布斯法案((the Hobbs Act，18 U.S.C. §1951) 中亦有部分條文係就「利用公務權力勒索商業活動」 (Extortion under color of official right)之犯罪態樣而設。而在聯邦官員之外，針對接受聯邦補助之州、地方政府或其他實體(entity)，則受「受聯邦補助實體之貪污罪」 (18 U.S.C. §666)之規範。再者，針對跨國境的賄賂行為，美國國會則制定了外國腐敗行為法((The Foreign Corrupt Practices Act，15 U.S.C. §78dd-1以下)加以因應。


�藉由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對於上開第二個構成要件的寬鬆解釋，聯邦檢察官非常容易取得聯邦司法管轄權(筆者對此深有體悟，在幅員遼闊的美國，無論要做任何事，都很難不用到郵件或電話)，染指原本屬於州法管轄之案件。


� 請參照:Neder v. United States, 527 U.S. 1 (1999)。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Regent Office Supply Co. , 421 F.2d 1174 (2d Cir. 1970)。


� 請參照:Rakoff, supra note, at 772。


� McNally v. United States, 483 U.S. 350 (1987)。


� Carpenter v. United States, 484 U.S. 19 (1987)。


�關於法院的見解變更及國會與法院間的互動，請參照: 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Thomas/West, 2007), 413-430.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Brumley, 116 F.3d 728(5th Cir. 1997)。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Czubinski, 106 F. 3d 1069, 1079 (1st Cir. 1997)。另O’Sullivan教授對誠實服務之濫用，亦有相當精闢之批評，請參照:O’Sullivan, supra note, 20-24。


� 請參照:Neal Kumar Katyal, Conspiracy Theory, 112 Yale L.J. 101, 104 (2003)。


� 少數的例外是，共謀販賣、輸入毒品罪及共謀違反組織犯罪法並不要求具備「外在行為」(overt act)。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Arch Trading Co., 987 F 2d. 1087 (4th cir. 1993)


� 認為係不同罪名者，如United States v. Ervasti, 201 F.3d 1039 (8th Cir. 2000)。認為係同一罪名者，如United states v. Smith, 891 F.2d 703 (9th Cir. 1989)。


� 請參照:Braverman v. United States, 317 U.S. 49 (1942)。


� 請參照:Hammerschmit v. United States, 265 U.S. 182, 188 (1924)，以及United states v. Ballistrea, 101 F.3d 827 (2d cir. 1996)。


� 請參照:Mar F. Pomerantz & Otto Obermaier, Defending Charges of Conspiracy, in 1 Otto G. Obermaier & Robert G. Morvillo, White Collar Crime: Business and Regulatory Offenses §4.02[2],at 4-9 (2007)。


� 請參照:Ali, Model Penal Code §5.03, Comment, at 195-97。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Desimone, 119 F.sd 223 (2d Cir. 1997)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U.S. Gypsum Co., 438 U.S. 422 (1978)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Wallach, 85 F.3d 1063 (2d Cir. 1996)


� 請參照:Braverman v. United States, 317 U.S. 49, 53 (1942)。


� 請參照: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Thomas/West, 2007), 651.


� 請參照: Fed. R. EVID. 801(D)(2)(E)。


� 請參照: Julie R. O’Sullivan, Federal White Collar Crime (Thomas/West, 2007), 648.


� 請參照:United v. Bailey, 607 F.2d 237, 245(9th Cir. 1979)。


� 請參照: Fed. R. Crim. P. 8。


� 請參照:18 U.S.C. §3282。





�至於美國法上，於一審宣判有罪時之「有罪羈押」制度(18 U.S.C. §3041(b), 18 U.S.C. §3143)，並不在本文討論範圍內。關於其介紹可參照:林麗瑩,引進有罪判決羈押制度之芻議,法務通訊第2197期，第4至5頁。另外，重要證人羈押制度(18 U.S.C. §3144)亦不在本文之介紹範圍之內。


� 請參照: 18 U.S.C. §3142 (f)


� 18 U.S.C. §3142 (f)(1)規定之罪名為:


(A)暴力犯罪或本卷第2332b(g)(5)(B) (聯邦恐怖活動罪)所定之罪名，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B)最重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      (C)管制物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 21 U.S.C. 801以下)、管制物品進出口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Import and Export Act ,21 U.S.C. 951以下)，或第46卷第705章(海上毒品查緝，46 USCS 70501條以下)，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D)被告先前曾因本款(A)至(C)所述之罪名或州、地方法規中之相當罪名，被判決有罪2次以上，本案又觸犯重罪者(felony，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 此部分之統計數字請參照:Department of Justice, Bureau of Statistics, Special Report(Feb. 1988)。  


� 請參照: 18 U.S.C. §3142 (e)


� 18 U.S.C. §3142(e)(3)規定:如司法官員認定有合理根據足以相信被告觸犯下列法律時，自動推定所有之釋放的方式均不能合理地擔保被告將如期出庭或是他人或社會之安全，但被告可舉證推翻之。�      (A)管制物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d36b4ff7a491ff0f0bf4e027da1505&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18%20USCS%20%a7%20314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4&_butStat=0&_butNum=16&_butInline=1&_butinfo=21%20USC%20801&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6efe5c10969823d61f7c3557bed0815b"�21 U.S.C. 801�以下)、管制物品進出口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Import and Export Act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98d36b4ff7a491ff0f0bf4e027da1505&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18%20USCS%20%a7%20314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4&_butStat=0&_butNum=17&_butInline=1&_butinfo=21%20USC%20951&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W-zSkAb&_md5=de6f8ae31b90a737d0493a79e40c730d"�21 U.S.C. 951�以下)，或第46卷第705章(海上毒品查緝，46 USCS 70501條以下)，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B)本卷第924條(c)項(因暴力或販毒案件而持有槍械), 第956條(a)項(共謀在美國境外為謀殺、綁架或使他人殘廢), 或第2332b條(跨國境之恐怖活動)所定之罪名。�      (C)第2332b條(g)項第(5)款(B)(聯邦恐怖活動罪)所列之最重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D)本卷第77章(18 USCS 1581以下，奴役及販賣人口)所定，最重本刑為2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E)被害人為未成年人之本卷第1201條(綁架)、1591條(藉由武力、詐欺、強智利進行之性交易)、2241條(加重妨害性自主)、2242條(妨害性自主)、 2244條(a)項第(1)款(妨害性自主)、, 2245條(進行性犯罪時所為之謀殺)、2251條(對兒童之性剝削)、2251A條(販賣兒童)、, 2252條(a)項第(1)款(與未成年人性剝削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 2252條(a)項第(2)款(與未成年人性剝削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條(a)項第(3)款(與未成年人性剝削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 2252A條(a)項第(1)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A條(a)項第(2)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A條(a)項(3)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A條(a)項第(4)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60條(自美國境外輸入未成年性剝削之影像產品)、2421條(運送賣淫或性犯罪之犯罪人)、2422條(強迫或引誘他人為賣淫或性犯罪)、 2423條(運送賣淫或性犯罪之未成年犯罪人)、2425條條(傳送有關未成年性犯罪人之資料)之罪。


� 此部分之統計數字請參照：Thomas H. Cohen & Brian A. Reeves, Felony Defendants in Large Urban Counties, 2002, 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U.S. Department of Justice (Feb. 2006)。


� 此部分之統計數字請參照：Bureau of Justice Statistics, Compendium of Federal Justice Statistics, 2004 ch. 3 (Dec. 2006)。


� 值得特別說明的是，前述之統計資料均未特別列出貪污案件之審前羈押率，筆者曾向康乃爾大學法院院Goldstock教授(曾任檢察官多年，並開設貪污案件控制課程)討教，Goldstock教授表示貪污案件很少羈押被告，依其多年經驗也僅聽聞過1件而已。


� 請參照:Claus Roxin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25頁，87年11月初版。


� 只有在遇到特別的困難或偵查的範圍即為特別，或因其他重要因素以致尚未判決完成時，才得為逾6個月的羈押，請參照:Claus Roxin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38頁，87年11月初版。





� 請參照:Claus Roxin著，吳麗琪譯，德國刑事訴訟法，第325頁，87年11月初版。


� 18 U.S.C. §3142 (f)(1)規定之罪名為:


(A)暴力犯罪或本卷第2332b(g)(5)(B) (聯邦恐怖活動罪)所定之罪名，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B)最重本刑為死刑或無期徒刑者。�      (C)管制物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 21 U.S.C. 801以下)、管制物品進出口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Import and Export Act ,21 U.S.C. 951以下)，或第46卷第705章(海上毒品查緝，46 USCS 70501條以下)，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D)被告先前曾因本款(A)至(C)所述之罪名或州、地方法規中之相當罪名，被判決有罪2次以上，本案又觸犯重罪者(felony，最重本刑為1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 18 U.S.C. §3142(e)(3)規定:如司法官員認定有合理根據足以相信被告觸犯下列法律時，自動推定所有之釋放的方式均不能合理地擔保被告將如期出庭或是他人或社會之安全，但被告可舉證推翻之。�      (A)管制物品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Act ,21 U.S.C. 801以下)、管制物品進出口法(Controlled Substances Import and Export Act ,21 U.S.C. 951以下)，或第46卷第705章(海上毒品查緝，46 USCS 70501條以下)，最重本刑為1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B)本卷第924條(c)項(因暴力或販毒案件而持有槍械), 第956條(a)項(共謀在美國境外為謀殺、綁架或使他人殘廢), 或第2332b條(跨國境之恐怖活動)所定之罪名。�      (C)第2332b條(g)項第(5)款(B)(聯邦恐怖活動罪)所列之最重本刑10年以上有期徒刑之罪。�      (D)本卷第77章(18 USCS 1581以下，奴役及販賣人口)所定，最重本刑為20年以上有期徒刑者。�      (E)被害人為未成年人之本卷第1201條(綁架)、1591條(藉由武力、詐欺、強智利進行之性交易)、2241條(加重妨害性自主)、2242條(妨害性自主)、 2244條(a)項第(1)款(妨害性自主)、, 2245條(進行性犯罪時所為之謀殺)、2251條(對兒童之性剝削)、2251A條(販賣兒童)、, 2252條(a)項第(1)款(與未成年人性剝削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 2252條(a)項第(2)款(與未成年人性剝削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條(a)項第(3)款(與未成年人性剝削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 2252A條(a)項第(1)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A條(a)項第(2)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A條(a)項(3)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52A條(a)項第(4)款(與兒童猥褻物品有關資料之相關活動)、2260條(自美國境外輸入未成年性剝削之影像產品)、2421條(運送賣淫或性犯罪之犯罪人)、2422條(強迫或引誘他人為賣淫或性犯罪)、 2423條(運送賣淫或性犯罪之未成年犯罪人)、2425條條(傳送有關未成年性犯罪人之資料)之罪。


�指主張某一事實或提出某一爭點〔issue〕的當事人提出充分證據，以證明其主張的事實成立，或就該爭點獲得對自己有利的裁決〔finding〕的責任。若當事人未能履行其舉證責任，將會導致訴訟被駁回〔dismissal〕或法庭作出指示裁斷〔directed verdict〕。通常在訴訟過程中雙方當事人都承擔舉證責任。


�指說服事實認定者(法官或陪審團)確信其所提證據指向的事實或要件(如犯罪要件)為真實情況的責任。若當事人未能履行其說服責任，事實認定者須就該事實或要件作出對該當事人不利的裁決。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Rueben, 974 F.2d 580, 586 (5th Cir. 1992) ; United States v Dillon, 938 F.2d 1412, 1416 (1st Cir. 1991); United States v. Quartermaine, 913 F.2d 910, 916 (11th Cir. 1990); United States v. Cook, 880 F.2d 1158, 1162 (10th Cir. 1989); United States v. Martir, 782 F.2d 1141, 1144 (2d Cir. 1986).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Martir, 782 F.2d 1141, 1147 (2d Cir. 1986); United States v. Alatishe, 768 F.2d 364, 371 n.14 (D.C. Cir. 1985); United States v. Viers, 637 F. Supp. 1343, 1351 (W.D. Ky. 1986)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Stricklin, 932 F.2d 1353, 1355 (10th Cir. 1991); United States v. Quartermaine, 913 F.2d 910, 916 (11th Cir. 1990); United States v Perez-Franco, 839 F.2d 867, 870 (1st Cir. 1988); United States v. Sazenski, 806 F.2d 846, 848 (8th Cir. 1986); United States v. Dominguez, 783 F.2d 702, 707 (7th Cir. 1986); United States v. Martir, 782 F.2d 1141, 1144 (2d Cir. 1986)。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Dominguez, 783 F.2d 702, 707 (7th Cir. 1986)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Jessup, 757 F.2d 378, 384 (1st Cir. 1985)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Dominguez, 783 F.2d 702, 707 (7th Cir. 1986)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5條第4項規定:「不得未經正當法律程序剝奪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財產。」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8條:「不得要求超額的保證金，亦不得科以過重之罰金或處以殘酷及異常的刑罰。」


�美國聯邦憲法增修條文第12條第1項第4款：「不得拒絕給予該州管轄區域內的任何人法律上的平等保護」


�請參照：Hunt v. Roth, 648 F.2d 1148, 1157 (8th Cir. 1981)。


�請參照：Murphy v. Hunt, 455 U.S. 478, 71 L. Ed. 2d 353, 102 S. Ct. 1181 (1982)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Medina (1985, CA11 Fla) 775 F2d 1398。


� 請參照: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ea1545cb706013e572219303e5515ff2&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75%20F.2d%201398%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51&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20%20U.S.%20103%2c%2011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z-zSkAz&_md5=1e40d076678fd8203d9e0a9ef8a2d8da"�Gerstein v. Pugh�, 420 U.S.103 (1975)。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Jessup, 757 F.2d 378 (1st Cir. 1985)。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Campbell (1985, DC Md) 621 F Supp 987。


�請參照: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061b5d3aeb095d8b7d5f9828774e5db8&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621%20F.%20Supp.%20987%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4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441%20U.S.%20520%2c%20533%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tz-zSkAz&_md5=382573157ec874cda48013397e7b547e"�Bell v. Wolfish, 441 U.S. at 533, (1870�)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Pipito (1987, CA7 Wis) 861 F2d 1006。


�請參照：Carlson v. Landon, 342 U.S. 524, 545, 96 L. Ed. 547, 72 S. Ct. 525 (1952)。


�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5條全文:


18 U.S.C. §3145.   釋放或羈押命令之審查及上訴�(a)釋放命令之審查。如經法官或有原始管轄權之人命令釋放者，�    (1) 檢察官得向對系爭犯罪有原始管轄權之法院聲請撤銷釋放命令或修正釋放條件。�    (2)被羈押人得向對系爭犯罪有原始管轄權之法院聲請修正釋放條件。


就上開聲請案件應迅速為決定。 �(b)羈押命令之審查。如經法院或有原始管轄權之人命令羈押者。被羈押人得向對系爭犯罪有原始管轄權之法院聲請撤銷或修正該命令。就上開聲請案件應迅速為決定。�(c)對釋放或羈押命令之上訴。對釋放、羈押命令或拒絕撤銷、更正釋放或羈押命令之決定所提出之上訴，應依第28卷第1291條及本卷第3731條規定處理。就該上訴案件應速迅為決定。依第3143條(a)項第(2)款或(b)項第(2)款羈押，並合乎第3143條(a)項第(1)款或(b)項第(1)款所定之釋放條件者，如法院認為顯有羈押命令不當之特殊理由時，得附加適當條件命令釋放之。


� 美國聯邦法典第18卷第3148條全文:


18 U.S.C.§3148對於違反釋放條件之制裁�(a)制裁方式。依本卷第3142條釋放之被告如違反釋放條件，得撤銷其釋放命令、命令羈押，以及以藐視法庭罪追訴之。�(b)撤銷釋放命令。檢察官得向地方法院提出動議，聲請撤銷釋放命令。司法官員得對違反釋放條件之被告核發拘票，該被告應被帶至命令逮捕地之司法官員面前，以進行本條之程序。在可行範圍內，如被告係違反釋放期間內不得觸犯聯邦、州、或地方刑罰此一釋放條件，應被帶至做成系爭被違反之釋放命令之司法官員面前。司法官員在舉行聽證會後，如認有下列情形存在，得撤銷原釋放命令並命令羈押:�   (1)法院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A)有合理依據足以認定被告在釋放期間內觸犯聯邦、州或地方刑罰法院。�      (B)有清楚且有說服力之據證足以認定被告已違反任一釋放條件。�   (2)且法院認定有下列情形之一:�      (A)依本卷第3142條(g)項所列之因素，無任何之附條件釋放方式足以確保被告不致逃亡或對他人、社會造成危害。�      (B) 被告不可能遵守任何之釋放條件。� 如有合理根據足以認定被告在釋放期間內觸犯聯邦、州或地方重罪，推定無任何之附條件釋放方式足以確保被告不致逃亡或對他人、社會造成危害，但被告得舉反證推翻之。如司法官員認定附條件釋放足以確保被告不致逃亡或對他人、社會造成危害，且被告會遵守釋放條件，司法官員得依本卷第3142條之規定處置被告以及修正原釋放條件�(c)藐視法條之追訴。如被告違反釋放條件，司法官員得依本卷第401條規定以藐視法庭罪追訴被告。


� 請參照:18 U.S.C. §3142(c)(3)


�請參照:18 U.S.C. §3145(a)


�請參照:18 U.S.C. §3145(b)


�請參照:18 U.S.C. §3145(b)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4&_butStat=0&_butNum=160&_butInline=1&_butinfo=18%20U.S.C.%203145&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54299471a12127113bf7ef90be8a9e25"�18 U.S.C. §3145(b)�;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1&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22%20F.2d%20880%2cat%2088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62209e8fbab76056bb93117a0fc79dd6"�United States v. Tortora, 922 F.2d 880, 884 (1st Cir. 1990)� ;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12%20F.2d%201190%2cat%201191%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fc1d054c979113ba724259c6f8353036"�United States v. Koenig, 912 F.2d 1190, 1191 (9th Cir. 1990)� ;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3&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65%20F.2d%201433%2cat%20143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8777741d3c1634bd9f12052f710b2e17"�United States v. Clark, 865 F.2d 1433, 1437 (4th Cir. 1989)� ;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79%20F.2d%201467%2cat%201480%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cf6027bf616f5214babe06d30f90370d"�United States v. Hurtado, 779 F.2d 1467, 1480 (11th Cir. 1985)� ;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5&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73%20F.2d%201479%2cat%201482%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f41adc36f253606e2acae75512ae7793"�United States v. Maull, 773 F.2d 1479, 1482 (8th Cir. 1985)� ;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69%20F.2d%20243%2cat%20249%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28a98f1d45d3e65c23bc2b09f40d3981"�United States v. Fortna, 769 F.2d 243, 249 (5th Cir. 1985)� ;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3bce4fdb337f8361283be79300e82ef6&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7%20Criminal%20Constitutional%20Law%20%a7%207.02%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167&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57%20F.2d%201390%2cat%20139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b&_md5=706dbbe6d8cd73cbcaa3049b03734c84"�United States v. Delker, 757 F.2d 1390, 1394-95 (3d Cir. 1985)� .


� 請參照: 18 U.S.C. §3148(b)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Davis (1988, CA2 NY) 845 F2d 41


� 請參照:20-309 Moore's Federal Practice - Civil §309.02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d1fe601894de0a27ead63c2e36ce89f8&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4&_butStat=0&_butNum=32&_butInline=1&_butinfo=FED.%20R.%20APP.%20P.%204&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052ce7e6eefe47f5916e807a8f01267f"�Fed. R. App. P. 4(b)�.


� Rule 9.  刑事案件之釋放�(a)在有罪判決前之釋放�    (1)地方法院必須以書面記載或在紀錄中以口頭陳述其釋放或羈押刑事案件被告之理由。對命令上訴之一造必須在提出上訴通知(notice of appeal)後，儘速向上訴法院提出地方法院之命令及理由。質疑地方法院命令之事實基礎者，必須提出釋放程序之筆錄或解釋其未能取得筆錄之原因。�    (2)向被上訴人為合理之通知後，上訴法院必須以當事人提出或法院要求之書面報告、宣誓書(affidavits)及書面紀錄為基礎，迅速決定之。除法院要求外，無須提出辯論摘要(beief)。�    (3) 上訴法院或上訴法院法官得在上訴案件判決之前命令釋放被告。�(b)在有罪判決後之釋放。有權提出聲請者，就地方法院關於有罪判決後之釋放命令聲請審查，得在地方法院就該命令提起上訴。如已對有罪判決提出上訴，得在上訴法院中提出動議。命令及其審查均應遵守本條(a)項之規定。提出審查聲請者所提出之文件須包括有罪判決之判決書影本。�(c)釋放標準。法院作成釋放決定時須遵循第18卷第3142條、第3143條、第3145條(c)項之規定。


� 請參照: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0&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125%20F.3d%20573%2cat%2057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b2dc19cf63df3e3c832203f3f026fe6b"�United States v. Swanquist, 125 F.3d 573, 574-576 (7th Cir. 1997)�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1&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92%20F.2d%20985%2cat%2098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dd1ecf0c204b62c5f6f3dfe14a8cac0f"�United States v. Cordero, 992 F.2d 985, 986 n.1 (9th Cir. 1993)�；�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49%20F.2d%20625%2cat%2062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c88cae1847c737f363e2186926269459"�United States v. Peralta, 849 F.2d 625, 626 (D.C. Cir. 1988)�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3&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49%20F.2d%20548%2cat%20551%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de67a76ae53c66e77ace1ade508f075e"�United States v. Mantecon-Zayas, 949 F.2d 548, 551 (1st Cir. 1991)�；�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45%20F.2d%20412%2cat%2041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8c733cb309942beaaa728280ef201a93"�United States v. Davis, 845 F.2d 412, 415 (2d Cir. 1988)�；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5&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42%20F.2d%20105%2cat%2010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66b59a430b2435d78caad9d7bb58f02d"�United States v. McConnell, 842 F.2d 105, 107 (5th Cir. 1988)�﹔�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125%20F.3d%20573%2cat%2057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f5f6f450219afca1077be3cb3f83688e"�United States v. Swanquist, 125 F.3d 573, 574-576 (7th Cir. 1997)�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7&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13%20F.2d%201571%2cat%201573%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5f2610eda804a7c7e20ed31b91b4fcd3"�United States v. Fernandez-Alfonso, 813 F. 2d 1571, 1573 (9th Cir. 1987)�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8&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95%20F.2d%20839%2cat%20841%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fd7dc2aaa9aadeda65dc5cadb456d393"�United States v. Wheeler, 795 F.2d 839, 841 (9th Cir. 1986)�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9&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79%20F.2d%20575%2cat%2057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290b6bf50bd414c757af1c5dd02b329a"�United States v. Hart, 779 F.2d 575, 577 (10th Cir. 1985)�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b628912b998741f6f9d08d3a803eaa0f&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0%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30&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23%20F.2d%20401%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bVlb-zSkAt&_md5=936156b3d95cbd7aa09010359e909790"�In re Smith, 823 F.2d 401, 401-402 (11th Cir. 1987)� 。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42&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48%20F.2d%20789%2cat%20795%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c95478806bc6e89e10455705b119f01d"�United States v. Patriarca, 948 F.2d 789, 795 n.6 (1st Cir. 1991)�；�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43&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605%20F.2d%2085%2cat%2093%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07d95d11e411d2d425c4cf2a8f7aa6cc"�United States v. Provenzano, 605 F.2d 85, 93 (3d Cir. 1979)� ；�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44&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79%20F.2d%201467%2cat%201472%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2e8b412931527385dbd584558183976c"�United States v. Hurtado, 779 F.2d 1467, 1472 (11th Cir. 1985)�。


� 請參照:�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5&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62%20F.2d%2034%2cat%2036%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b8ce631c06239c6894b969784a9ce985"�United States v. Hazime, 762 F.2d 34, 36-37 (6th Cir. 1985)�；�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6&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786%20F.2d%20758%2cat%20762%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7ce212c5e11aff4d1e955151b1fb9fe1"�United States v. Portes, 786 F.2d 758, 762-763 (7th Cir. 1985)�；�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7&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935%20F.2d%20950%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7f2a118468b8ea07a3cc107f08c48b36"�United States v. Cantu, 935 F.2d 950 (8th Cir. 1991)�；�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8&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97%20F.2d%20989%2cat%20994%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a0a8213f461dfd49ad6ea05a4cd77ebc"�United States v. Townsend, 897 F.2d 989, 994 (9th Cir. 1990)�；�HYPERLINK "http://www.lexis.com/research/buttonTFLink?_m=6c16ed14f7d0650708d95414bddfe559&_xfercite=%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20-309%20Moore%27s%20Federal%20Practice%20-%20Civil%20%a7%20309.11%5d%5d%3e%3c%2fcite%3e&_butType=3&_butStat=2&_butNum=29&_butInline=1&_butinfo=%3ccite%20cc%3d%22USA%22%3e%3c%21%5bCDATA%5b849%20F.2d%20485%2cat%20487%5d%5d%3e%3c%2fcite%3e&_fmtstr=FULL&docnum=1&_startdoc=1&wchp=dGLzVtb-zSkAA&_md5=8d1e45780a463780bc3353d80d63a7ab"�United States v. King, 849 F.2d 485, 487 (11th Cir. 1988)�。


� 請參照:United States v. O'Brien, 895 F.2d 810, 814 (1st Cir. 1990)；United States v. Bayko, 774 F.2d 516, 520 (1st Cir. 1985)。


� 關於法律實務課程之歷史沿革，詳請參照:George S. Grossman,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History and Diagnosis, 26 J. LEGAL EDUC. 162 (1974)


� 雖然目前美國尚有7個州仍保留學徒制度，但實際上已無重要性。


� Jerome Frank, Why Not a Clinical Law School? 81 U. PA. L. REV. 907, 908 (1933)


� Paul E. Wilson, Clinical Legal Education at K.U., an introduction, THE KU LAWS, Fall 1973, at 3, 4.


� 與美國聯邦及其他州不同，紐約州的supreme court是具有一般管轄權的法院，兼有初審和上訴審管轄權，但卻非終審法院。紐約州之終審法院為Court of Appe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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